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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岗岩问题两百年：争论、演进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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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花岗岩（广义）作为地球上最常见且极具标志性的岩石，其岩石成因问题长期以来是地质学研究的核心议题。围绕花岗岩问

题的争论贯穿了地质学发展的两个多世纪，不仅催生了多个理论学派，也推动了地质学理论的演进与技术方法的革新。本文系统梳

理了花岗岩问题的科学争论与发展历程，并探讨其对地质学理论与学科发展的深远影响。首先回顾了花岗岩问题的五个主要争论阶

段：从18世纪末水成论与火成论的对立，到19世纪至20世纪中期变成派与岩浆派的分歧，再到19世纪中至20世纪末关于“空间问题”的

原地派与异地派之争，以及20世纪中期以来分异派与深熔派关于岩浆起源与演化的讨论，直至21世纪以来围绕岩浆房与岩浆晶粥储

库的前沿之争。本文重点分析了这些争论中涉及的关键科学问题，包括岩浆产生的物质来源与热源机制、地壳熔融与幔源岩浆分异

过程、大型侵入体的侵位与组装模式，以及晶粥系统的结晶分异与熔体抽取过程等。随后，总结了花岗岩研究的科学演进逻辑，探讨

了技术进步、多学科交叉及社会需求在推动花岗岩研究深化中的关键作用。本文进一步分析了这些争论所带来的理论创新与方法论

提升，强调学术争论对未来花岗岩研究的驱动效应，以及全球视角整合与区域性研究结合的重要性。最后，指出了花岗岩问题不仅对

地球科学具有基础性意义，同时也为行星地质学提供了独特的研究启示，助力揭示地外天体形成与演化的关键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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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centuries of the granite problem: Debates, evolution, and im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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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Granite (sensu lato) is one of the most abundant and geologically significant rock types on Earth, and its petrogenesis has

long been a central focus of geological research. The enduring debate surrounding the “granite problem” has spanned more than two

centuries, not only giving rise to multiple theoretical schools but also significantly advancing geological theories and analytical

techniques.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historical progression of scientific debates on the granite problem and explores

their profound implications for geological theories and the broader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We first review the five major

stages of debate on the granite problem: from the late 18th-century confrontation between Neptunism and Plutonism, to the disputes

between the metamorphic-origin and magmatic-origin schools from the 19th century to the mid-20th century, followed by the mid-

19th to late 20th-century debate over the “space problem” between the autochthonous and allochthonous models, the mid-20th-

century discussions between differentiationists and anatexis advocates on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granitic magma, and finally, the

21st-century frontier debates on magma chambers versus magma mush reservoirs. This study focuses on key scientific questions

arising from these debates, including the material and heat sources driving magma generation, the crustal melting versus

differentiation processes of mantle-derived magmas, the emplacement and assembly of large intrusions, and the crystal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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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iation and melt extraction in crystal mush systems. We then summarize the scientific evolution of granite research and

discuss the crucial roles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and social needs in driving further progress

in granite research. Furthermore, we analyze how these debates have fostered theoretical innovations and methodological

advancements, emphasizing the role of academic discourse in shaping future granite research and the importance of integrating

global perspectives with regional investigations. Finally, we highlight that the granite problem holds fundamental significance not

only for Earth sciences but also for planetary geology, offering unique insights into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extraterrestrial

bo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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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关于花岗岩这一话题，我心中总是难以平静。

——James Hutton（1788）《地球的理论》

在这个节奏匆忙的时代，地质学家们不妨放慢脚

步，静心回顾哪怕是地质学中这一小部分的历史，必将

对他们有所裨益。

——Herbert Harold Read（1957）《花岗岩的争

论》，第XIII页
建立能解释多数地质事实的模式，是当前认知的

需要。

——周新民（2003）
花岗岩镌刻在大陆地壳之上，却始终笼罩着神秘

的面纱。自地质学诞生以来，它便令人困惑，至今仍未

完全揭晓其奥秘。

——Antonio Castro（2014）
“花岗岩”一词的英文源自意大利语。最早由佛

罗伦萨学者切萨尔皮诺（Andreas Caesalpinus，1524－
1603）于1596年提出，泛指粒状岩石。到了1787年，水

成论的奠基人魏尔纳（Abraham Gottlob Werner）明确

将其定义为由石英、长石和云母组成的岩石（Tom-
keieff，1983），标志着花岗岩正式进入科学研究领域。

至于“花岗岩”一词在中文中的最早记载，在1872年美

国传教士玛高温（D.J. MacGowan）与华蘅芳合作翻译

的《金石识别》中还称为“合拉尼脱石”，到1899年傅

兰雅和潘松合译的《求矿指南》（卷二，第29页）中，称

为“花刚石”（使用的是“刚”）。

关于花岗岩的定义，学界存在狭义和广义之分。

按照国际岩石学QAPF分类方案，狭义花岗岩（granite
s .s .）专指正长花岗岩和二长花岗岩，而广义花岗岩

（granite s.l.）则涵盖碱长花岗岩、正长花岗岩、二长花

岗岩、花岗闪长岩及英云闪长岩，统称花岗岩类（马昌

前等，2023）。还有一种认识是，石英含量大于20%，且

碱性长石占所有长石总量的2/3以上但低于90%的长

英质侵入岩可归入狭义花岗岩，而 QAP 图解中石英体

积分数大于5%的长英质侵入岩则属于广义花岗岩范

畴。本文讨论的花岗岩均指广义花岗岩。

花岗岩是大陆地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体积约

3.75×109 km3（Bonin，2007）。尽管仅占地球总体积的

不到0.35%，它却是大陆地壳的标志性岩石，其广泛分

布成为地球区别于太阳系其他行星和月球的关键特

征。例如，中国东南部晚中生代花岗岩和流纹质火山

岩分布极为广泛，覆盖浙赣闽粤四省39%的面积（Zhou
and Li，2000）。

花岗岩的成分、结构与分布特征承载着大陆地壳

演化的重要信息（翟明国等，2016）。其富硅、低铁镁、

低密度和高强度的化学物理特性，使其在板块构造和

大陆生长演化研究中占据核心地位，同时在工程地质

与核废料处置方面亦具重要应用价值（Gibb and At-
trill，2003；朱弟成等，2018）。尤其是，与花岗岩相关

的矿产资源极为丰富，众多关键矿产赋存于花岗岩体

内部或周缘，这不仅提升了研究其成因与演化的现实

意义，也促进了地球科学的深入发展（陈骏等，201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2023）。

过去两个多世纪里，关于花岗岩的成因问题，学

界争论不休，形成了一系列著名的“花岗岩问题”。18
世纪末，“水成论”与“火成论”之争奠定了现代地质学

的基础 （Dean，1992），也开启了对花岗岩成因的系统

研究。19－20世纪，变成论者提出固态化学转变假说，

进一步引发了关于花岗岩成因及“空间问题”的新一轮

讨论（Pitcher，1997）。20世纪中期以来，岩浆分异与

深熔作用逐渐成为研究热点，推动了熔融机制和岩浆

演化过程的突破性认识。

尽管研究不断深化，关于花岗岩成因的争论仍层

出不穷，例如壳幔物质贡献、熔融机制、花岗岩成因类

型、侵位方式、构造背景、岩浆分异、岩浆房与晶粥模型

等问题。这些讨论不仅映射出大陆地壳演化的复杂

性 ，也彰显了多学科交叉研究在地球科学中的重

要性。

中国是全球花岗岩分布最广的国家之一，在该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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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研究取得了诸多重要进展，积累了大量数据，并逐

步跻身国际前沿（翟明国等，2016）。在学科发展的关

键阶段，系统回顾“花岗岩问题”的争论及其演进历程，

对于推动未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20年前， Davis A.Young（2003）在《驾驭岩浆：火

成岩岩石学的故事》中，对火成岩岩石学的历史进行

了全面解析。近期，González-Esvertit等（2025）基于

库恩范式论，回顾了过去200余年花岗岩研究的理论演

变。然而，国内外尚缺少聚焦“花岗岩问题”争论与演

进历史的系统总结。

本文旨在回顾花岗岩成因问题的研究历程，探讨

其对科学方法和地质学发展的启示，并以此缅怀我国

著名的岩石学家周新民教授。

花岗岩问题博大精深，相关文献浩如烟海，历史

人物不胜枚举，学术观点交错纷呈。限于作者才学，文

中疏漏在所难免，诚盼读者批评指正。

1 花岗岩问题的争论

1.1 早期争论：水成论与火成论的对抗（18世纪

末至19世纪初）

1.1.1 水成论的兴起与衰落 18世纪末，地质学逐

渐从自然哲学中独立出来，围绕岩石成因的争论成为

其发展的关键议题。其中，水成论（Neptunism）主张，

包括花岗岩在内的结晶岩由远古海洋沉淀形成，其主

要倡导者是德国弗赖贝格矿业学院教授魏尔纳（Abra-
ham Gottlob Werner，1749—1817）。1776年，他在考

察萨克森州玄武岩山时，未找到火山成因的直接证据，

由此提出所有结晶岩均源于矿物富集的海水沉淀

（Young，2003）。魏尔纳坚信地球内部并不存在熔融

状态，并认为火山活动是近代才出现的现象。

凭借卓越的学术声誉和教学影响力，魏尔纳吸引

了欧洲各地的众多学生前来学习。其中包括沃伊辛

（Jean-François d′Aubuisson de Voisins，1769—1841）、
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 1769—1859）、布赫

（Leopold von Buch，1774—1853）和詹姆森（Robert
Jameson，1774—1854）等。这些学者深受魏尔纳影

响，积极传播水成论。他们通过沉积层序和沉积物分

布的研究，进一步强化了水成作用在岩石形成中的重

要性，使其在当时声名大噪。

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水成论的局限性逐渐显

现。它无法合理解释火山岩的分布、高温特征，以及花

岗岩的粗粒结构、与变质岩的侵入接触关系和花岗岩

脉的穿插现象（Marmo，1967）。例如，水成论者曾将

北爱尔兰Portrush地区的含菊石结晶岩视为化学沉淀

产物的证据，但后续研究表明，这些岩石实际上是热变

质作用的产物（Cobbing，2000）。类似反例不断削弱

水成论的科学基础，导致其逐渐衰落。

尽管最终被淘汰，水成论仍在早期地质学的发展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强调水在地质过程中的作用，

推动了沉积学、地层学和古生物学的建立，并促使地质

学从经验观察走向实验验证，为岩石学的诞生奠定了

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岩石学”（最初拼写为petral-
ogy）一词由苏格兰历史学家平克顿（John Pinkerton，
1758—1826）于1811年提出（Young，2003）。水成论的

兴起与衰落，不仅反映了地质学从单一理论向多元解

释的演进，也标志着地质学从自然哲学向实证科学迈

出了关键一步。

1.1.2 火成论的崛起与胜利 18世纪中叶，俄国学

者Lomonosov在《地球的分层》中首次区分了次生岩

石和原生岩石，为火成论奠定了思想基础（Zubkov，
1967）。早在 1796 年，R. Kirwan就提出了“火成岩”一

词（Tomkeieff，1983），但真正确立火成论（Plutonism）

的是苏格兰地质学家赫顿（James Hutton，1726—
1797）。他在1788年出版的《地球的理论》中，通过

对苏格兰高地的野外观察，发现花岗岩脉侵入变质岩，

推断其来源于地球深部熔融物质的冷却结晶（Cob-
bing，2000）。赫顿的理论强调地球内部热能的作用，

并与他的学生、苏格兰地质学家莱伊尔（Charles Lyell，
1797—1875）提出的均变论相呼应，共同构筑了现代

地质学的重要基石。

赫顿的学术经历颇具传奇色彩。他最初学习医

学，随后转向农学，最终投身地质学。正因如此，欧洲

学术界一度将他视为“业余科学家”。甚至在他去世后

不久，爱丁堡还成立了一个“魏尔纳学会”，以捍卫魏尔

纳的权威地位。然而，在赫顿的两位忠实追随者——
普雷费尔（John Playfair，1748—1819）和莱伊尔的大

力宣传下，火成论逐渐获得广泛认可（Touret and Nij-
land，2002）。

“火成论”的崛起首先得益于实验的支持。苏格

兰地质学家霍尔（James Hall，1761—1832）在18世纪

90年代进行了一系列岩石熔融与结晶实验，试图验证

赫顿的观点。他发现，熔化后的岩石若快速冷却，会形

成黑色玻璃，而缓慢冷却则会产生结晶结构，从而验证

了火成岩的形成机制（Young，2003）。由于18世纪的

岩石化学分析极为困难，直到1798年底，肯尼迪（Ro-
bert Kennedy）才发表关于火成岩化学成分的相关研究

成果（Young，2003）。随后，一系列岩石化学分析实验

进一步揭示了玄武岩与现代火山熔岩在成分上的一致

性，从化学角度为火成论提供了有力的科学依据。

1802年，普雷费尔在爱丁堡出版了厚达528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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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顿地球的理论阐述》一书，系统总结了赫顿的研

究成果（Touret and Nijland，2002）。1826年，苏格兰地

质学家麦卡洛克（John Macculloch，1773—1835）进一

步梳理了火成论的证据。他详细描述了花岗岩与围岩

的接触关系，尤其是角砾化现象和热接触变质作用，并

指出这些特征与水成论相矛盾。此外，他还提出花岗

岩与深成岩在成因上的一致性，进一步巩固了火成论

的地位。

尽管显微镜早在17世纪便已问世，但直到19世纪

中叶，英国地质学家索比（Henry Clifton Sorby，1826—
1908）和德国科学家A. Oschatz于1849年独立研发了

岩石薄片磨制技术，才使偏光显微镜成为研究岩石的

重要工具（Young，2003）。这一技术突破使地质学家

能够在微观尺度上研究矿物成分和结构，为火成论提

供了更精确的证据。

19世纪后半叶，德国矿物学家福格尔桑（Hermann
Vogelsang，1838—1874）、齐克尔（Ferdinand Zirkel，
1838—1912）和罗森布施（Harry Rosenbusch，1836—
1914）相继发表了显微镜岩相学的研究成果（Vogel-
sang，1867；Zirkel，1873；Rosenbusch，1873，见Young，
2003）。他们不仅系统鉴定了火成岩中的矿物种类，估

计了矿物含量，还分析了矿物的结晶顺序，最终确认花

岗岩是由岩浆冷却结晶形成的（Cobbing，2000）。罗

森布施所著的《显微镜岩相学》一书为岩石学的发展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Marmo，1967）。此外，美国地质

学家伊丁斯（Joseph Paxson Iddings，1857—1920）提出

了“斑晶”一词，用以描述火成岩的结晶过程（Iddings，
1889）。

莱伊尔虽然是火成论的积极倡导者，但他并未明

确“火成岩”这一统一概念。在1833年出版的《地质学

原理》（第三卷）中，他将岩石划分为水成岩、火山岩、

侵入岩和变质岩四类，其中的火山岩与侵入岩属于独

立的岩类（Read，1957）。1866年，德国地质学家冯·科
塔（Bernhard Von Cotta，1808—1879）将岩石划分为火

山岩、侵入岩、变质岩和沉积岩（Young，2003）。直到

1938年，Kennedy W. Q.和Anderson P. M.在一篇论文

中 ，才正式提出将火山岩与侵入岩统称为火成岩

（Read，1957），从而确立了现代岩石学的三大类岩石

分类体系。

19 世纪，火成论逐渐取代水成论，成为主流，并推

动了现代岩石学的建立。然而，当时对岩浆侵位机制

和冷却过程的认识仍然有限，这促使20世纪岩浆成因

理论进一步发展（Dean，1992）。火成论的胜利不仅标

志着地质学从哲学推演迈向科学实证，也促进了岩浆

作用与岩石循环的深入研究。赫顿、霍尔和麦卡洛克

的贡献，充分展现了创新科学方法在地质学发展中的

核心作用。

为纪念赫顿对地质学的贡献，自1987年在赫顿的

家乡爱丁堡举办首届“赫顿研讨会”以来，该会议地质

学界每四年召开一次，重点探讨花岗岩及相关岩石成

因问题。2019年第九届赫顿研讨会在中国南京大学成

功举办（Zheng et al.，2021）。这一学术传统不仅体现

了赫顿思想的深远影响，也凸显了花岗岩成因研究在

岩石学中的重要地位。

1.2 理论扩展：变成派与岩浆派的分歧（19世纪

至20世纪中期）

1.2.1 变成派：花岗岩化学说的提出与衰退 19 世

纪末至 20 世纪初，关于花岗岩的成因，学术界形成了

两种主要观点：花岗岩化学说（变成派）与花岗岩浆说

（岩浆派）。变成派认为，花岗岩是由地壳深部的其他

岩石在化学作用下转化而成，而岩浆派则主张花岗岩

主要来源于岩浆的冷凝结晶。这场学术争论异常激

烈，甚至一度升级至人身攻击。

（1）花岗岩化学说的提出与发展：变成派的奠

基人是芬兰岩石学家赛德荷姆（Jakob Johannes Seder-
holm，1863—1934），而英国地质学家里德（Herbert
Harold Read，1889—1970）则是该学派的代表性人

物。里德长期致力于花岗岩成因研究，并在《花岗岩

的争论》一书中收录了他在1939—1954年间发表的8
篇演讲，系统阐述了花岗岩化理论（Read，1957）。他

认为，花岗岩化是一种固态岩石在未经岩浆阶段，直接

转变为花岗岩的过程。

变成派的思想可追溯至早期的变质作用理论。

1824年，Ami Boué提出，地下热流与气体可促使片岩、

砂岩等逐步转化为花岗岩（Read，1957，p.91）。1833
年，莱伊尔（Charles Lyell）在《地质学原理》中提出了

“变质”的概念，认为地下热、热水、蒸汽及其他气体可

渗透多孔岩石，引发化学分解与重组，从而改变岩石的

成分和结构（Read，1957）。19世纪中叶，法国地质学

家进一步发展“花岗岩化”与“长石化”理论，发现某些

地区的围岩在变质与长石化过程中逐步转变为花岗岩

（Gilluly，1948，p.9）。
1841年，Deville提出“矿化剂”（mineralizing agents）

概念。他认为挥发性气体可促进固态岩石的交代作用

（Holmes，1945；Reynolds，1947）。19世纪末，Michel-
Lévy、Lacroix、Barrois等通过对比利牛斯山、布列塔尼

等地区的研究，进一步论证了围岩在矿化剂、挥发分和

流体作用下会发生化学成分改变，并最终趋于花岗岩

化的过程（Read，1957）。
芬兰岩石学家赛德荷姆不仅是一位杰出的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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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学家，还凭借其精通瑞典语、芬兰语、德语、英语和

法语的优势，创造了多个岩石学术语。1907年，他在研

究芬兰南部片麻岩与花岗岩的接触关系时，首次提出

“混合岩”（migmatite）概念，用以描述同时具片麻岩和

花岗岩特征的过渡性岩石（Sederholm，1907）。他特别

强调“岩汁”（ichor）在混合岩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并试

图将变质作用与岩浆作用相结合，为花岗岩化提供更

综合的解释框架（Young，2003）。然而，Read（1948）认
为，这一理论仍未形成现代意义上的花岗岩化模式

（Gilluly，1948，p.9）。
变成派内部也存在分歧，主要表现为“湿派”与

“干派”之争。湿派学者强调“岩汁”与流体作用的关键

性。相反，1937年，Perrin和Roubault则主张固态扩散

才是花岗岩化的主导机制，并否定液态物质的影响

（Bowen，1948）。Perrin（1956）通过实验和地质观察，

提出固态岩石置换形成花岗岩的假说，认为花岗岩中

长石晶体与围岩中的相似，表明其可能在固态条件下

逐渐形成。

Reynolds（1943，1944）研究爱尔兰Newry花岗闪

长岩时，通过化学分析揭示了花岗岩化的潜在机理。

她认为，奥长花岗岩的形成涉及角岩中 Na-Ca-Si 组分

的引入，而黑云母富集边缘带的形成则与Al-Fe-Mg-
K-Ti-P-Mn等组分的迁移相关（Reynolds，1944）。

挪威岩石学家巴尔特（Thomas F.W. Barth，1899
—1971）进一步提出，花岗岩不仅是热量的被动载体，

更是一种活跃的介质，能够在大范围内传递热量和物

质 ，甚至远离接触带的区域也可能发生花岗岩化

（Barth，1948）。一些极端的花岗岩化支持者甚至认

为，所有大型花岗岩基都可能通过置换作用形成（Gil-
luly，1948，p.80）。

Perrin（1956）在探讨花岗岩化机制时提出一系列

问题：“这种作用是通过静态扩散完成，还是依赖热溶

液的循环运输? 它是否与混合岩化和变质作用相关? ”

Read（1957）进一步发展了交代作用的思想，提出热液

作用、矿物重结晶及局部元素迁移等具体变成机制。

变成派学者的核心观点在于强调岩石成分和结

构的连续性。例如，赛德荷姆（Sederholm，1923）观察

到，花岗岩与围岩之间并不存在岩浆侵入模式所描述

的清晰界面，而是呈现渐变过渡的特征（Cobbing，
2000）。Backlund（1938，1946）的研究认为，环斑花岗

岩的特征（如环斑结构、水平层理）难以用岩浆冷却解

释，而更可能是由砂岩或古老岩石的交代作用形成。

（2）岩浆派的挑战与花岗岩化学说的衰退：18
世纪末至19世纪初，法国和英国的学者开始对玄武岩

及类似岩石进行熔融实验，这是实验岩石学的早期尝

试（Zubkov，1967）。19世纪中叶，美国地质学家达纳

（James Dwight Dana，1813—1895）和爱尔兰地质学家

霍顿（Samuel Haughton，1821—1897）初步奠定了岩浆

派的理论基础（Dana，1849；Haughton，1862）。进入20
世纪，大陆漂移学说的创立者魏格纳（Alfred Lothar
Wegener，1880—1930）在1915年出版的《海陆的起

源》第六章中，描述了大西洋两岸尚未分离时花岗岩

侵入围岩的现象。他指出，新花岗岩侵入到巴西米钠

斯吉拉斯省和戈亚斯省的米纳斯系地层，形成了金矿

脉 ，也侵入到圣保罗省的米纳斯系中 （魏格纳 ，

2006）。
在实验岩石学领域，鲍文（Bowen，1948）系统研

究了岩浆分异过程，提出花岗岩的化学组成和矿物特

征可以通过岩浆分异解释。他指出，花岗岩体中常见

环带斜长石，如果其生长依赖于固态扩散机制，其成分

应趋于均一。然而，连厘米级的扩散均一化都未能在

长石中出现，更难以通过扩散来解释横跨数千米的花

岗岩体的形成（Bowen，1948）。
在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初，变成派与岩浆派的争

论愈演愈烈。变成派主要由英国、法国和斯堪的纳维

亚的学者代表，主张花岗岩主要由交代作用形成；而岩

浆派则主要由德国、瑞士和北美的学者支持，强调岩浆

过程在花岗岩成因中的主导地位。在1947年美国地质

学会的会议上，Gilluly（1948）主持讨论，两派均认可对

方理论存在合理的方面，但对于花岗岩形成的主导机

制仍存在分歧。Bowen（1948）批评花岗岩化学说缺乏

实验验证，强调应结合物理化学原理进行研究，而

Read（1943）则质疑岩浆成因理论的适用性，认为其难

以解释大规模花岗岩体的存在，并指出大量野外证据

不容忽视。他提出，花岗岩主要通过先存岩石的花岗

化过程形成，仅涉及少量花岗岩浆；但地壳岩石的部分

熔融可能有所参与。总体而言，变成派认为，自然界的

花岗岩，交代成因者要多于岩浆成因者。对此，加拿大

地质学家戴利（Reginald Aldworth Daly，1871—1957，
鲍文的博士生导师 ）专门撰文提出批评 （D a l y ，

1949）。
随着偏光显微镜的广泛使用和实验岩石学的发

展，岩浆派的观点逐渐占据主流。19世纪末，罗森布施

的研究表明，岩浆液体大规模渗透变质岩的可能性极

低（Cobbing，2000）。花岗岩中长石巨晶的成因，一直

存在“斑晶”与“变斑晶”之争（Vernon，1986），这一争

论实际上是岩浆派与变成派分歧的延伸。早在20世纪

30年代，何作霖先生就对北京西山周口店花岗闪长岩

中的钾长石巨晶进行了岩相学研究，并明确其为岩浆

结晶的产物（马昌前和王人镜，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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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期， Luth和Tuttle（1969）的实验表明，除

非在极高压力（约103 MPa）条件下，才能形成足以交

代花岗岩成分的流体相，而要形成同时包含长石和石

英的气相，则需花岗质岩浆的存在。因此，交代作用难

以形成大规模花岗岩。Winkler（1965）进一步指出，由

高碱富硅的“岩汁”通过远距离交代作用形成体积达数

立方千米的岩石，并发生“花岗岩化”的假设缺乏支持。

尽管花岗岩化理论未能经受严格验证，其强调的

深熔作用和混合岩研究仍影响深远（Cobbing，2000；
Young，2003）。Kennedy和Anderson（1938）提出的花

岗岩与玄武岩岩浆关联理论，部分吸收了变成派的观

点。赛德荷姆提出的综合性成因模型，则在传统岩浆

论与激进花岗岩化理论之间搭建了桥梁，为后续研究

提供了启示。瑞士矿物岩石学家尼格里（Paul Niggli，
1888—1953）和芬兰花岗岩岩石学家埃斯科拉（Pentti
Elias Eskola，1883—1964）分别于1946年和1950年的

研究，进一步深化了对变质作用与岩浆过程相互联系

的理解（Eskola，1950；Young，2003）。埃斯科拉在赛

德荷姆的影响下，提出了变质相（metamorphic facies）
的重要概念，将变质岩的形成放在不同的压力和温度

条件下进行解释。

尽管花岗岩化学说在20世纪中期趋于衰退，但其

强调的流体活动和固态置换在花岗岩形成中的作用仍

具有重要意义（Barth，1948）。相关研究奠定了混合岩

学说的基础，并揭示了超变质作用在花岗岩成因中的

关键作用。这些观点不仅推动了对地壳演化机制的深

入研究，也为理解花岗岩成因提供了更丰富的理论

框架。

1.2.2 岩浆派：花岗岩为岩浆冷却的产物 岩浆派

认为，花岗岩是深部地壳中岩浆冷却结晶的直接产物，

这一理论自19世纪中期形成，并在德国、瑞士和北美得

到广泛支持 （Cobbing，2000）。Dana（1849）和 Haugh-
ton（1862）基于矿物学和地质分布的研究，提出花岗岩

可由岩浆活动形成，其中 Dana 在《矿物学体系》中

明确支持这一观点。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Hans
Cloos、Victor Goldschmidt和Otto Erdmannsdorffer等
欧洲学者的研究进一步深化了岩浆派理论（Young，
2003）。20世纪中叶，戴利（Daly，1949）提出，自然界

中可能存在两种岩浆体系，一种是辉长质/玄武质的，

主要以喷出相形式存在；另一种是花岗质的，主要形成

侵入岩。

实验岩石学的进展为岩浆派提供了关键支撑。

芬兰岩石学家埃斯科拉和加拿大地质学家鲍文（Nor-
man L. Bowen，1887—1956）通过实验验证了硅铝质

岩浆的冷却结晶过程。在华盛顿特区卡内基地球物理

实验室工作了35年的鲍文，1915年就完成了一系列实

验研究，并发表了《火成岩演化的晚期阶段》（Bo-
wen，1915），对火成岩岩石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

响。在《火成岩的演化》（Bowen，1928）一书中，他提

出玄武质岩浆的结晶分异可形成一系列成分连续变化

的岩浆，包括花岗岩。这部著作属于现代火成岩岩石

学的奠基之作。为纪念鲍文的贡献，Yoder，Jr. （1979）
仍以《火成岩的演化》为书名，并沿用相似的章节结

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撰写论文，探讨鲍文名著发表

50年后的新进展。

Tuttle和Bowen（1958）的实验进一步证实了花岗

岩的岩浆成因，使岩浆派在20世纪中期成为主流理论。

岩浆派的主要证据包括：①花岗岩的矿物学与结构特

征，如石英、长石的粒状结晶结构（Grout，1941）；②花岗

岩与闪长岩、安山岩的共存关系，暗示其来源于相似的

岩浆系统；③实验岩石学证明，硅铝质岩浆冷却可直接

形成花岗岩的矿物组合。

岩浆派的研究不仅深化了对花岗岩成因的认识，

还推动了对分异作用、岩基侵位、构造环境与陆壳演化

的深入探索。这一理论的演进，反映了实验技术、区域

地质研究与理论模拟的紧密结合，为现代地球科学的

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1.3 “空间问题”：原地派与异地派的矛盾（19世
纪至20世纪中后期）

1.3.1 花岗岩体容纳空间的形成机制 许多大型花

岗岩基由数百甚至数千个侵入体组成，出露面积最大

的可达数十万平方公里（Glazner et al.，2003）。例如，

南美洲的巴塔哥尼亚岩基，出露面积高达50万km2，是

地球上最大的花岗质岩基之一（Parada et al.，2000）；
加拿大西部和阿拉斯加的海岸山脉岩基，绵延1700
km，平均宽度达250 km（Cecil et al.，2018）；我国南岭

地区的佛冈岩基出露面积约6000 km²，为该区域最大

的晚中生代岩基（徐夕生等，2007）；幕阜山岩基则达

2400 km²（Wang et al.，2014）。这些庞大的花岗岩体

是如何侵入并占据现今的位置? 它们的形成过程中，

原先的岩石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这一被称为 “空间

问题”的核心议题，自19世纪以来一直是地质学关注的

焦点议题（Holmes，1945）。
1835年，莱伊尔（Charles Lyell）与挪威地质学家

凯尔豪（Balthazar M. Keilhau，1797—1858）就奥斯陆

附近德拉门花岗岩（Drammen granite）展开了讨论

（Pitcher，1997）。莱伊尔认为，花岗岩侵入了周围的岩

层，使石灰岩变质为大理岩，页岩转变为云母片岩，因

此，花岗岩晚于其下的石灰岩。而凯尔豪则提出质疑：

如果花岗岩是晚期侵入的，那么如此庞大的岩浆体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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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如何获得足够的侵位空间? 凯尔豪或许是最早意识

到侵入岩体“空间问题”的地质学家。他推测，原有的

岩石经历了缓慢而宁静的转变，逐渐演化为花岗岩和

正长岩（Marmo，1967）。这一争论的实质，正是变成

派 与 岩 浆 派 在 花 岗 岩 成 因 问 题 上 的 长 期 对 立

（Holmes，1945）。
变成派（原地派）主张，花岗岩可通过原位固态转

化形成，无需额外的侵位空间。凯尔豪在1838年提出，

围岩可以在固态条件下经历矿物重结晶和化学成分迁

移，最终演化为花岗岩。而Michel-Lévy（1893）认为，

岩浆与围岩的相互作用可促使围岩溶解，从而获得侵

位空间（见Young，2003）。支持者强调，花岗岩体与围

岩 的 渐 变 过 渡 关 系 表 明 无 需 大 规 模 岩 浆 侵 入

（Holmes，1945）。里德曾明确表示，“唯一的解释是，

并不存在庞大的花岗质岩浆体，这些大规模的花岗岩

体是通过置换作用形成的—它们是花岗岩化的产

物”（Holmes，1945）。
与之相对，岩浆派（异地派）则坚持花岗岩由岩浆

冷却结晶形成，并提出了多种侵位假说。挪威地质学

家谢鲁夫（Theodor Kjerulf，1825—1888）就把“同化作

用”引入岩石学，认为炽热的侵入岩体通过“吞噬”部分

原有的沉积岩，就可以获得侵位空间（Kjerulf，1879；
转引自Marmo，1967）。Michel-Lévy（1893，见Young，
2003）也指出，岩浆与围岩发生化学反应，导致围岩部

分熔融或溶解，从而扩展容纳空间。Rastall（1945）提
出，岩浆通过推开或抬升围岩来获得空间，而陈国能等

则提出了“原地重熔—壳内对流”理论，以解释花岗岩

的成因和侵位过程（Chen and Grapes，2007）。里德

（Read，1957）总结出两种主要的侵位机制，一是围岩

的构造调整，二是岩浆通过逐块顶蚀剥离其覆盖层。

近年来，基于构造分析、侵入力学实验和数学模

拟（Ramberg，1981；Dixon and Summers，1985）的研究

表明，大多数花岗质岩体是通过机械方式从地壳中获

得容纳空间的，涉及多种不同的力学机制。归纳起来，

岩浆获得容纳空间的方式主要包括顶部抬升、围岩顶

蚀、火口沉陷及侧向扩展。

顶部抬升（穹窿作用）假说认为，上升的岩浆能够

推起上覆围岩，从而形成侵位空间。这种机制在浅成

侵入体中较为常见，因其通常沿断层或层理等薄弱面

侵入，以岩床、岩墙、岩盖或环状岩体形式产出。岩浆

上升可能会导致地表轻微隆起，为较薄的侵入体提供

空间。

顶蚀（stoping）概念最早由Goodchild（1892）提
出，并由戴利（Daly，1903）在研究美国佛蒙特州阿斯

卡特尼山（Ascutney Mountain）时进一步发展。他认

为，岩浆通过加热围岩，使其破碎并下沉到岩体中，从

而扩大侵位空间（Daly，1903）。这一假说的支持证据

包括侵入体中的围岩捕虏体、混杂带及未变形的围

岩。顶蚀作用本质上是岩浆通过挖掘上部围岩而上

升，但其效果长期受到质疑（Marsh，1982）：捕虏体是

否真正下沉? 野外观察为何捕虏体并不多见? 如果岩

浆上升过程中发生了顶蚀作用，又如何保持高温? 戴

利（Daly，1914；1933）回应称，捕虏体的密度较大，往

往能下沉，而顶蚀作用的产物往往经历了同化作用。

后来，Glazner和Bartley（2006）与Clarke和Erdmann
（2008）对顶蚀作用在岩浆侵位中的重要性展开了激烈

争论。

火口沉陷（底板下沉）是顶蚀作用的一种特殊形

式。当上覆岩层受到岩浆上升压力的作用，大片岩块

可能会整体塌陷，形成凹陷区，随后被花岗岩填充。这

一过程受控于先存断裂及岩石中的薄弱面，一般发生

在构造伸展阶段，并可形成环状杂岩体（马昌前等，

1994）。
侧向扩展（岩墙扩展）模式最早由苏格兰地质学

家安德森（Ernest Masson Anderson，1877—1960）在20
世纪初提出（Anderson，1905；Shaw，1980）。该模式认

为，岩浆沿深部断裂向上运移的过程中，不仅会发生上

升位移，还会对断裂施加扩展和挤压作用，逐渐拓宽裂

隙（马昌前等，1994）。当大量岩墙发生扩展时，便可

形成大型的侵入体。Pitcher（1997）指出，岩浆侵位通

常发生在张性应力主导的区域，沿断裂或张性裂隙扩

展，形成复式岩体。

岩墙扩展模式的核心包括三方面：①张性区域的

控制 ，岩浆主要沿裂谷 、伸展盆地或断裂系统侵

位；②岩墙系统，岩浆沿断裂带或裂隙扩展，通过侧向

扩展或多次注入形成复杂式岩体；③侵位证据，花岗岩

体的侵位界面常有明显的断层活动痕迹，岩浆与围岩

之间的剪切作用尤为明显。

现代研究表明，在中地壳条件下，花岗岩岩浆的

黏度相对较低，能够沿垂直裂缝快速上升。同时，岩墙

的扩展仅需少量岩浆注入即可完成。例如，Hutton
（1982）对多内加尔花岗岩的研究，以及Castro（1986）
对西班牙一些岩体的构造地质学解剖，均表明陆内大

型剪切带或深断裂是岩浆上升的重要通道。Cruden和
McCaffrey（2001）进一步指出，岩浆侵位时，其垂向膨

胀远大于水平伸展。

长期以来，一种颇具吸引力的观点认为，低密度

花岗质岩浆可通过类似于沉积盆地中盐层底辟的方式

穿越地壳并完成侵位，这也是侧向扩展的一种形式。

Wegmann（1930）系统阐述了底辟侵位假说，认为低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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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岩浆在浮力驱动下上升，塑性变形导致上覆地壳物

质向外推移，为岩浆侵位创造空间（Pitcher，1997）。
Spera（1980）对底辟作用进行了深入探讨，而Copley等
（2023）在研究英格兰北部Skiddaw花岗岩的侵位机制

时，提出了三种可能的底辟方式：①熔体主导的岩浆底

辟；②岩浆从岩墙向岩床的转化；③晶粥底辟。其中，

晶粥底辟最具可能性，因为前两种方式需要高于固相

线温度的岩浆，而晶粥底辟的侵位温度接近或低于固

相线温度。底辟体的上升速率主要受其宽度、与围岩

的密度差及围岩有效粘度的控制（Marsh，1982）。
尽管底辟侵位理论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但由于野

外鲜见与之相关的周缘向斜构造，许多学者对其在花

岗岩侵位中的作用持保留态度。

作为对底辟侵位模式的补充，英国构造地质学家

拉姆齐（John Graham Ramsay，1931—2021）提出了气

球膨胀假说，认为低密度岩浆可通过多次侵位的方式

逐步推挤围岩和早期侵入体，从而拓展空间（Ramsay，
1981）。这一理论已逐渐演变为当前广泛接受的岩浆

多次增量式累积生长模型，可有效解释花岗岩体的体

积膨胀特征（马昌前等，1994）。例如，北京周口店花

岗闪长岩体便显示出符合气球膨胀模式的地质特征，

同时显示了岩浆多次累积生长的证据 （马昌前 ，

1988a）。
无论是底辟侵位还是气球膨胀模式，二者都包含

侧向扩展和顶部抬升的作用，甚至可能涉及到底板的

下沉。美国地质学家巴丁顿（Arthur Francis Budding-
ton，1890—1980）根据花岗岩侵位深度，将其划分为浅

带、中带和深带（Buddington，1959）。不同深度的岩体

形态、热演化、与围岩的关系及构造样式上均存在差

异，相应的侵位机制也有所不同（Brown，2007）。
总之，20世纪中后期，Hutton（1982，1988）、Hut-

ton等（1990）和Pitcher（1997）的研究奠定了岩浆侵位

研究的基础，推动了从单一侵位机制向多因素综合分

析的转变。Clarke和Erdmann（2008）提出，在探讨花

岗质岩浆的侵位方式时，最合理的做法是结合围岩变

形特征（如底板下沉、侧向扩展、顶部抬升）及岩体内部

的成分变化（例如外来成分的比例），并尝试为不同的

侵位过程赋予量化权重。

事实上，王涛等（Wang et al.，2000）的研究得出了

相似结论，指出花岗岩侵位通常是多种机制共同作用

的结果，包括主动侵位、围岩扩展和岩浆侵吞。研究岩

浆侵位机制及其分异作用的物理约束，不仅深化了岩

石学研究，也推动了岩浆动力学的发展（Daly，1903；
Hargraves，1980；Marsh，1982；马昌前，1987；马昌前

等，1994）。

1.3.2 岩浆侵位和侵入体组装的现代观点 McNulty
等（1996）和Horsman等（2009）将岩浆侵位视为岩体在

地壳中获得空间的力学机制，而侵入体的组装则涉及

岩浆在储库中的充填和排列方式。完整的穿地壳岩浆

过程涵盖从源区熔体的提取、岩浆上升、侵位、组装、分

异直至火山喷发的一系列动态演化（Brown，2007）。
关于花岗质岩浆源区与侵入体的关系，现有的认

识是单个侵入体的供浆通道数量可从一个到多个不

等，其岩浆源区的范围通常超过花岗岩体的横向分布

范围（Brown，2007）。在中-上地壳的花岗质系统中，

岩浆主要以岩席的形式输运并完成侵位（Hut ton，
1988；Weinberg and Searle，1998；Rocher et al.，
2021）。岩席的侵位过程受到局部岩浆应力场与区域

构造应力场的共同调控（Mattsson et al.，2024）。
岩浆在地壳深部积聚后开始上升，直至到达中性

浮力面。在此过程中，由于岩浆与围岩的密度差逐渐

减小，最终浮力消失，岩浆停滞于中-上地壳。这一过

程对大陆地壳的稳定化至关重要，因为富含长英质的

上地壳密度远低于富含镁铁质残余物质的下地壳。岩

浆从深熔前缘到侵位区的垂向迁移距离通常不超过

30 km（Brown，2007）。然而，即便在同一地区，花岗岩

体的侵位深度也可能存在较大差异。此外，花岗岩区

的负重力异常表明，即使花岗岩已完成侵位，其密度仍

然低于围岩（Brown，2007；Copley et al.，2023）。
Copley等（2023）指出，岩体的侵位主要发生在地

壳的脆-韧性转换带内，这表明围岩的流变学性质以及

岩浆与地壳的各向异性相互作用，在控制侵位深度方

面起到了关键作用。当岩墙或底辟体上升至该转换带

后，围岩不再发生显著的韧性变形，岩浆上升受阻，从

而导致侵位的终止。

岩体侵位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获得占位空间。

根据围岩的位移方式，岩体侵位机制可分为围岩向下

位移、围岩向上位移、围岩横向位移和围岩无明显位移

四类（Clarke，1992；马昌前等，2023）。从岩浆运动的

角度来看，侵位过程可进一步划分为主动侵位、被动侵

位和诱发侵位三种模式（马昌前等，1994）。此外，

Glazner等（2003）提出，在造山带环境中，岩基侵位所

需的空间可能来源于下地壳物质向弧后区域的流动或

挤出，这一过程可通过地表隆升和/或弧后区域的水平

收缩来实现。

侵入体的组装反映了岩体从小规模单元逐步累

积形成大型岩体的过程（马昌前等，2020）。传统观点

认为，岩浆房是通过大规模岩浆脉冲快速充填形成的

（Daly，1933）。然而，近年来的研究表明，侵入体的形

成更可能是一个渐进式的积累过程（Coleman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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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Glazner et al.，2004）。
多数大型花岗岩体的形成经历了数百万年甚至

更长时间的增量式侵位与累积（（Harry and Richey，
1963；Miller et al.，2018；马昌前等，2020），而与超级

喷发相关的大型岩浆房则可能在数千年甚至更短时间

内快速形成（van Zalinge et al.，2022）。这些侵入体通

常由多个侵入单元或次级侵入体组成，根据组装方式

可将其分为以下三类：

（1）层叠板状侵入体：由多个平行或近平行的独

立岩席垂向叠加形成，表现出纵向分层结构。例如，意

大利西部Elba岛的侵入体是由至少三次岩浆注入形成

的层叠式板状侵入体，侵入深度约为15~20 km， 通常

与地壳的脆-韧性转换带相关（Westerman et al.，2004；
Brown，2007）。

（2）嵌套带状侵入体：由多股岩浆依次从外向内

侵入，形成同心或偏心的环带状分布。例如，北京周口

店岩体（马昌前，1988a）和美国内华达Tuolumne侵入

岩系（Bateman and Chappell，1979）均属于此类。这表

明，传统基于岩浆分异假说提出的侵入体相带划分模

式，在多次侵入的背景下可能并不适用。

（3）楔状侵入体：由多个近直立的楔状侵入单元

汇聚形成的大型侵入体。例如，鄂南-湘北幕阜山燕山

期花岗质侵入杂岩体，其锆石U-Pb年龄为154~146 Ma，
时间跨度约8 Ma（Wang et al.，2014）。美国北部和加

拿大半岛山脉的白垩纪侵入体亦属此类（Hildebrand
and Whalen，2021）。

Brown（2007）指出，构造环境、源区范围及岩浆通

道的形态共同影响侵入体的规模和形态。在大陆岩浆

弧环境中，部分熔融程度较高，熔融区通常较狭窄，形

成的侵入体间距较小，形态多呈板状；而在碰撞造山带

中，部分熔融程度较低，熔融区较宽广，形成的侵入体

间距较大，多呈楔状。

岩浆侵位与侵入体组装是复杂的地质过程，其内

在机制和外在表现反映了岩浆活动与地壳动力学的相

互作用。深入理解这些过程不仅有助于解析岩浆系统

的演化模式 ，也为地壳构造演化研究提供了关键

线索。

1.4 现代争论：分异派与深熔派的辩论（20世纪

中期至今）

自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地球科学理论的不断发

展与分析技术的日益精进，花岗质岩浆的成因问题再

次成为地质学界关注的焦点。花岗岩的物质来源或源

岩性质、构造环境或背景、成因机制与构造运动的关

系，构成了现代花岗岩研究的三大基本问题（杨经绥

等，2009）。这三大问题，也可以称为物源、热源和动

力源三大要素（周新民，2007），而这些要素的具体表

现又与构造环境密切相关。

在花岗岩成因研究中，董申保（1917—2010）将其

划分为地幔分异型和地壳重熔型两大类（董申保，

1984）。英国地质学家皮切尔（Wallace Spencer Pitch-
er，1919—2004）则认为，造山带花岗岩主要形成于俯

冲带上方，源于幔源镁铁质岩浆的分异或幔源物质的

熔融；而在碰撞或后碰撞环境中，花岗岩的形成则更多

依赖于地壳的部分熔融（Pitcher，1987；1997）。这些

观点构建了花岗岩成因研究的不同理论框架，从幔源

岩浆分异到地壳部分熔融，再到壳-幔相互作用的深层

机制，为花岗岩成因提供了多元视角。

1.4.1 幔源岩浆分异 早在20世纪20年代，挪威矿

物学家兼地球化学家戈尔德施密特（Victor Moritz
Goldschmidt，1888—1947，现代地球化学和晶体化学

的奠基人）和鲍文（Bowen，1928）便提出，花岗岩可能

源于幔源玄武质岩浆的分异演化。他们基于玄武岩与

花岗岩之间的成分过渡关系，认为玄武岩浆在上升过

程中经历分离结晶作用，逐步演化为花岗质岩浆。

“分离结晶”这一概念可追溯至亚里士多德时期，

最初用于描述化合物的提纯现象（Becker，1897）。进

化论的奠基人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
1882）早期以地质学研究而闻名，他在《火山岛的地质

观察》（Darwin，1844）一书中，最早用分离结晶尤其

是晶体沉降的思想来解释火山岩的成分多样性（Har-
ker，1909；Daly，1914）。美国地质学家贝克（George
Ferdinand Becker，1847—1919）最早以“分离结晶”为

题，论述岩墙和岩盖的成分分带是分离结晶的产物，认

为岩浆对流是驱动分异的关键因素：岩墙边缘因熔点

较低的矿物先行结晶，而中心区域则富集熔点较高的

物质 （Be c k e r ， 1 8 9 7 ）。随后 ，英国地质学家哈克

（Alfred Harker，1859—1939）在《火成岩的自然历

史》中进一步阐述了岩浆分异的概念，并将伴随结晶

发生的岩浆分异称为“分离结晶”（Harker，1909）。他

指出，从岩浆中结晶的矿物会按照特定顺序分离，使岩

浆成分随温度梯度发生系统性变化。例如，侵入体边

部的成分往往偏基性，而中心区域更偏酸性，并呈现出

连续的成分过渡特征。鲍文指出，一系列硅酸盐熔体

结晶实验表明，在适当的条件下，岩浆的分离结晶可以

形成我们在野外观察到的各种类型的火成岩（Bowen，
1919）。随后，鲍文在《火成岩的演化》（Bowen，1928）
中系统总结了岩浆分异过程，为岩浆演化研究奠定了理

论基础。他区分了两种岩浆分异模式：在平衡结晶中，晶

体持续与熔体发生反应并重新平衡；而在分离结晶过程

中，晶体一旦形成便与熔体隔离，不再发生后续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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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澄清的是，“分离结晶”（fractional crystalli-
zation）和“结晶分异”（crystallization differentiation）
是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鲍文（1919）曾撰文探讨了包

括“分离结晶”在内的多种岩浆分异机制。《岩石学词

典》（Tomkeieff，1983）将“结晶分异”定义为岩浆分异

的一种方式，其中早期形成的晶体与残余岩浆分离；而

“分离结晶”特指连续结晶矿物从残余岩浆中分离所导

致的岩浆分异作用。Neuendorf等（2005）在《地质学

术语》（第五版）中沿用了鲍文（1928）的定义，认为结

晶分异包括平衡结晶、分离结晶及二者的结合；而分离

结晶则是指晶体从岩浆中物理分离，导致残余熔体成

分比平衡结晶所产生的熔体更为极端和演化。总体来

看，现在的共识是，结晶分异是多个机制的综合，而分

离结晶仅是其中的一种，并涉及矿物与熔体的物理分

离。此外，“岩浆分异”（magmatic differentiation）是指

单一母岩浆通过结晶分异、同化作用、岩浆混合及液态

不混熔等机制形成多种岩石类型的过程。

现代研究表明，在封闭系统中，幔源玄武质岩浆

通过岩浆分异作用就可形成典型的弧岩浆序列（玄武

岩—安山岩—英安岩—流纹岩）；而在开放系统中，玄

武质岩浆与地壳物质的相互作用可产生多种混合岩浆

与岩石。例如，在下地壳，玄武质岩浆分异后形成超镁

铁质-镁铁质堆晶岩和长英质熔体，后者可向上迁移至

浅部岩浆储库，最终冷却固化形成花岗质岩体，部分熔

体甚至可能喷发为安山岩或流纹岩（Moyen et al.，
2021；Pichavant et al.，2024）。

支持岩浆分离结晶成因的证据包括不同类型火

成岩之间的成分连续性、长英质岩石相较玄武质母岩

浆的不相容元素富集、下地壳中广泛分布的镁铁质与

超镁铁质堆晶岩，以及矿物的成分环带（Villiger et al.，
2007）。此外，岛弧和大陆弧的地壳剖面研究显示，深

部地壳的堆晶岩成分与浅部花岗岩的化学组成互补，

如塔尔基特纳弧（Talkeetna）、科希斯坦弧（Kohistan）、
法马蒂纳弧（Famatina）、雪兰杂岩体（Chelan com-
plex）及内华达山脉南部（Jagoutz and Klein，2018）。
其中 ，科希斯坦弧保存了完整的地壳剖面 （厚约

50~55 km），从上地幔橄榄岩和超镁铁质堆晶岩，过渡

到辉长岩成分的下地壳，再到上地壳的花岗岩与火山

岩。地球化学模拟表明，从原生弧岩浆中剔除下地壳

堆晶岩的成分后，可再现上地壳岩石的体积和化学特

征（Jagoutz and Klein，2018），这进一步支持了岩浆分

离结晶作用对大陆弧上地壳花岗岩形成的贡献。

近年来的实验研究发现，在高挥发分含量与中下

地壳压力条件下，玄武质岩浆在不同深度经历多阶段

的分离结晶作用，有利于形成富硅残余岩浆（Villiger

et al.，2007；Nandedkar et al.，2014；Marxer et al.，
2022）。高压条件下，熔体密度增加，晶体与熔体的密

度差加大，促进了单斜辉石、角闪石和石榴子石的分异，

使岩浆更易发生分离结晶（Hargraves，1980）。此外，高

挥发分含量降低了熔体黏度，抑制了斜长石的结晶，有

利于矿物的分离，尤其在高压富水条件下，有助于形成

高Sr/Y比值的花岗质熔体（Marxer et al.，2022）。
尽管该理论获得了不少支持，但随着地质和地球

化学数据的积累，其局限性也逐渐显现。例如，Daly
（1933）指出，分离结晶难以解释大规模花岗岩的分

布，同时也无法合理解释中基性岩稀少的问题。Grout
（1926）计算发现，形成花岗质岩浆所需的镁铁质堆晶

岩体积应达到8~10倍，但许多花岗岩区却缺乏结晶分

异的相应证据（Gilluly，1948；Jagoutz and Klein，
2018）。早在20世纪70年代，卡迈克尔（Ian S. E. Car-
michael，1930—2011）就指出，科迪勒拉花岗岩中仅有

少量闪长岩和辉长岩共生，“这排除了其来源于玄武质

岩浆分异的可能性”（Carmichael et al.，1974）。
此外，部分花岗岩表现出明显的壳源特征，如高

硅铝含量、低镁铁比值及地壳同位素组成。部分地区

的侵入岩呈双峰式分布，缺少中性岩成分，层状侵入体

晚期分异产物（一般为富铁的成分）与花岗质大岩基的

化学成分和矿物组合也不相同，这与分离结晶过程中

应有的连续演化趋势不符（Yoder Jr，1979；翟明国，

2017；Jagoutz and Klein，2018）。这些现象说明，单一

的结晶分异机制难以解释大规模花岗岩基的成因

（Reid et al.，1993；吴福元等，2007）。
1.4.2 地壳岩石熔融 通过地壳岩石熔融产生花岗

岩的思想由来已久。早在1886年，美国地质学家达纳

（James Dwight Dana，1813—1895）就提出，花岗岩可

能通过变质作用达到熔融状态而形成。随后，加拿大

岩石学家亚当斯（Frank Dawson Adams，1859—1942）
于1910年进一步支持深部地壳岩石重熔形成花岗质岩

浆的机制（Read，1957）。尽管里德强调花岗岩的形成

主要是花岗岩化的产物，但他也认识到地壳岩石熔融

可能在花岗岩形成过程中发挥了作用（Read，1957）。
Tuttle和Bowen（1958）通过高温高压实验，首次

验证了地壳岩石熔融形成花岗岩的可能性。他们发

现，富硅铝的长英质岩石在适宜的温度和压力下可熔

融形成花岗质熔体。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德国实验岩

石学家温克勒（Helmut G. F. Winkler，1915—1980）通
过一系列实验研究，有力回击了变成派认为花岗岩由

固态转换形成的观点。他采用天然变质杂砂岩进行熔

融实验，发现温度达到700~800 ℃时即可生成花岗质

熔体。此外，利用黏土、页岩和杂砂岩实验，他揭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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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片麻岩及含石英-长石的云母片岩在深熔作用下可

产生大量花岗质和花岗闪长质岩浆，以及少量英云闪

长质或奥长花岗质岩浆（Winkler，1965）。随后，Car-
michael等（1974）结合对科迪勒拉花岗岩的研究，提出

其岩浆主要来源于硅铝质地壳，而Pitcher（1997）则进

一步指出，碰撞造山带中的花岗岩主要由古老大陆地

壳再造形成，地幔的直接贡献可能较小。

地壳熔融模型认为，花岗岩浆的形成源于下地壳

的部分或完全熔融，而熔融源区的厚度通常不超过

20 km（Brown，2007）。Clemens（2005）强调，许多花

岗岩的成因与高级麻粒岩的变质作用密切相关，而熔

融所需热量主要来源于侵入地壳深部的镁铁质岩浆

（Zhou and Li，2000；Zhou et al.，2006；Wang et al.，
2021）。这种熔融过程通常发生在无自由流体条件下，

但外来热量和流体的输入可加速下地壳的深熔作用，

并触发熔融反应、分凝和岩浆抽取。最终，熔体沿通道

向上迁移，在地壳浅部聚集形成岩浆储库，固结后形成

花岗质岩体，或喷发为流纹质火山岩（Moyen et al.，
2021）。

在大陆碰撞带和地壳增厚区域，地壳岩石熔融模

式被广泛用于解释区域性花岗岩的成因，而玄武质岩

浆的结晶分异模式主要适用于增生造山带。此外，幔

源镁铁质岩浆的间接或直接作用，如提供热量和流体，

也被认为是影响花岗岩成因的重要因素。例如，Xu等
（2021）在研究中国东南地区白垩纪火山-侵入杂岩时，

提出了一种融合地壳部分熔融与幔源岩浆分异的成因

模型。

值得注意的是，露头花岗岩的化学成分可能与真

实的熔体存在显著差异。这主要归因于堆晶、残留晶、

转熔晶以及来自围岩的捕虏晶的影响（马昌前等，

2020）。花岗岩的成分多样性反映了源区的不均一性

及岩浆演化过程的复杂性。例如，实验研究表明，南非

开普花岗岩套中的S型花岗岩镁铁质组分含量偏高，可

能包含转熔晶（如石榴子石和钛铁矿），因而无法直接

代表熔体成分（Brown，2007）。此外，部分熔融形成花

岗质岩浆后，理论上应遗留下大量镁铁质-超镁铁质残

余物质，然而，实际观察到的残余岩石规模很小。Ja-
goutz和Klein（2018）推测，大体积的堆晶岩或熔融残

余体可能因地壳底部拆沉作用而被再循环至地幔，从

而导致地壳中残余岩石或堆晶岩体积不匹配。

需要强调的是，许多花岗岩的地质特征（如野外

产状、矿物组合、元素及同位素地球化学）具有多解性，

既可能支持幔源岩浆分异模式，也可能符合地壳熔融

模式。例如，花岗岩中缺乏继承锆石，既可能指示了幔

源岩浆的显著贡献，也可能是由于岩浆源区在高温熔

融过程中导致继承锆石溶解所致。而花岗岩中含有老

锆石，既可能是源区未完全溶解的锆石，也可能是在岩

浆上升或侵位过程中捕获了围岩的锆石。同样，地壳

型同位素特征既可能源于地壳熔融，也可能是富集地

幔熔体分异的结果（Jagoutz and Klein，2018；Moyen et
al.，2021）。

目前研究认为，玄武质岩浆的分异和地壳岩石的

部分熔融在花岗岩的形成中均发挥重要作用，但其贡

献比例取决于构造环境。在火山弧地区，结晶分异可

能占有重要地位（Jagoutz and Klein，2018），而在大陆

碰撞造山带 ，地壳熔融则更加重要 （郑永飞等 ，

2024）。除此之外，近年来还提出了一些新的花岗质熔

体形成机制，例如俯冲板片的部分熔融、辉石质地幔楔

组分的熔融，以及俯冲板片超临界流体的分离并在地

幔楔中形成花岗质熔体等（Taniuchi et al.，2020）。
表1总结了幔源岩浆分异与地壳熔融的主要观察

特征及其可能解释。这些研究表明，两种模型并非相

互排斥，而是在不同构造环境和条件下可能共同作用，

为理解花岗岩的多样性提供了更为完整的视角。

1.4.3 地壳熔融的条件和动力 地壳岩石熔融理论

的提出还引发了进一步的讨论，主要围绕三个核心问

题展开：地壳熔融的具体条件是什么? 其动力或热源

来自何处? 在花岗岩的形成中地壳和地幔物质各自起

着多大的贡献?
熔融的发生取决于多个因素，包括温度升高、压

力降低或挥发分（如水）的加入。此外，熔融过程受构

造背景的制约。例如，在板块俯冲环境中，幔源岩浆的

底侵作用可导致地壳加热并触发熔融；而在伸展构造

背景下，减压熔融可能成为主要机制。

（1）地壳熔融的条件：湿熔融与干熔融之争

在研究地壳熔融的条件时 ，学界围绕湿熔融

（fluid-present melting）与干熔融（fluid-absent melt-
ing）展开了长期争论（Young，2003；Clemens et al.，
2020）。

湿熔融指在源区由于挥发分（主要是水）的存在，

或来自底侵岩浆分异和冷却后出溶的水加入源区，降

低了岩石的熔点，使其能够在较低温度下发生熔融（加

水熔融）。1792年，L.Spallanzan最早注意到熔融岩石

中水的存在及其成因意义。随后，在1825年和1862
年，Scrope G. P.、Scheerer T.和罗森布施进一步提出水

与花岗质岩浆的成因联系（见Marmo，1967）。Tuttle和
Bowen（1958）通过经典实验验证了水在壳源花岗岩成

因中的关键作用，这一研究结果得到了广泛认可。

在富水环境下，多种变质沉积岩可发生部分熔

融，其最终成分取决于源岩的性质。实验研究表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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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水流体存在的情况下，常见地壳岩石的熔融温度通

常低于700℃（Brown，2008）。当温度超过湿固相线

时，水的引入可显著促进熔融，形成大量花岗质熔体

（Collins et al.，2021）。
此外，水的存在不仅影响熔融温度，还决定了矿

物相的生长、熔体的性质及后期岩浆的演化（Pitcher，
1987）。低温、流体存在条件下熔融产生花岗质岩浆的

模式部分是基于对俯冲带熔融反应性质得到的认识

（Clemens et al.，2020）。
相较而言，干熔融依赖于极端高温，即使缺乏独

立的流体相，在局部温度足够高时仍可触发熔融（Wyl-
lie and Wolf，1993；Clemens et al.，2020）。这一机制常

见于克拉通、裂谷、地幔柱和大陆碰撞带等环境。然

而，深部变质岩石通常缺乏独立的水分，若无云母或角

闪石等含水矿物发生脱水反应，则难以发生大规模熔

融。因此，所谓的干熔融大都是含水矿物分解引发的

部分熔融（脱水熔融）。研究表明，角闪石分解则会生

成英云闪长质熔体，而云母分解可形成花岗质熔体

（Sawyer et al.，2011）。若源岩含角闪石，其熔融温度

可能超过850~900℃，而黑云母的脱水熔融温度大约

为750~850℃（Brown，2008；Palin et al.，2016）。脱水

反应在干熔融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A
型花岗岩往往是脱水熔融的产物（Fyfe，1970；Collins
et al.，2021）。

在不同压力-温度条件下，脱水熔融的程度直接影

响熔体的组成。例如，Rapp和Watson（1995）对角闪岩

的部分熔融实验表明，在0.8~1.6 GPa压力和1000~
1100℃条件下：5% 熔融可形成高 K2O花岗质熔体；5%
~10% 熔融会产生低铝奥长花岗质熔体；而20%~40%

熔融可形成高铝奥长花岗岩-英云闪长岩、花岗闪长岩

及石英闪长岩的液相。

此外，源岩的含水量也显著影响熔融效率和岩浆

通量。一般而言，正片麻岩的部分熔融形成I型花岗

岩，但其效率低于S型花岗岩。这是由于，变沉积岩富

含白云母和黑云母（含水量高达4%），而角闪岩的主要

含水矿物为绿帘石和角闪石（含水量约2%）。在地壳

压力条件下，白云母和黑云母的分解温度比绿帘石和

角闪石的低100~200℃（Jagoutz and Klein，2018）。因

此，富含白云母的变沉积岩脱水反应所产生的熔体体

积远大于角闪岩熔融所形成的熔体体积（Patiño Douce
and Beard，1995）。

尽管湿熔融理论长期占据主导，但随着实验技术

与分析方法的进步，近年来干熔融机制受到了越来越

多的关注。Clemens等（2020）认为，虽然流体存在或

缺失都可以生成花岗质岩浆，但大多数花岗质岩浆是

通过高温、流体缺失的熔融形成的。

实际上，湿熔融与干熔融并非完全对立，而是取

决于具体的地质环境与熔融条件，二者也可以在同一

区域内发生（郑永飞等，2024）。湿熔融与干熔融的争

论不仅深化了对岩浆动力学的理解，也推动了壳-幔相

互作用研究的发展。研究地壳岩石的熔融过程时，应

将花岗岩与变质岩结合起来，因为角闪岩相和麻粒岩

相变质岩可以提供地壳熔融的温度及熔融发生时流体

状态的信息（Clemens et al.，2020）。
（2）地壳熔融的热源：地幔岩浆底侵、放射性

生热还是地壳加厚?
地壳熔融的热源受区域性构造背景和动力学机

制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主要的热源包括：①放

表 1 幔源岩浆分异和地壳岩石熔融的主要观察和解释（据Moyen et al.，2021修改）

Table 1 Key observation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rockes formed by mantle-derived magma differentiation and crustal rock
melting （modified from Moyen et al.，2021）

幔源岩浆分异模式 地壳岩石熔融模式

主要观察 作为幔源岩浆分异的证据 其他解释 作为地壳熔融的证据 其他解释

野外地质
同时代的花岗岩类与镁铁质和

中性岩共生，包括堆晶岩
镁铁质岩石代表与花岗岩

无关的地幔熔融事件
花岗岩与混合岩共生

混合岩与形成花岗岩的
地壳熔融无关

矿物组合 角闪石、辉石±榍石 变玄武岩源岩的熔融
白云母、堇青石、石榴子石、

铝硅酸盐矿物±独居石
长英质-中性成分的

母岩浆的分异

主量元素
在哈克图解上表现出多相饱和

的液体演化线趋势
不同熔融分数的部分熔融 成分变化趋势代表了熔融反应过程 分异趋势

微量元素
具有弧岩浆的化学特征（例如，在

Pearce et al（1984）图解中的“VAG”区）
具有岩浆弧化学特征的

陆壳岩石重熔
具有同碰撞的化学特征，例如，在
Pearce等（1984）图解中“COLG”区

富集微量元素特征的
镁铁质-中性母岩浆分异

同位素 地幔型的同位素特征 新生的基性岩源的熔融 地壳型同位素特征
富集地幔熔融体的

分异或地壳同化作用

继承锆石 缺乏继承锆石
高温地壳熔融导致锆石溶解、或
本来就缺少锆石的地壳岩石熔融

大量继承锆石
围岩同化（捕虏晶）、岩

浆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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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性元素（如40K、230Th、235U 和238U）衰变所释放的放

射性热；②地壳减薄导致的地幔物质上涌，进而增加下

地壳的热通量；③地幔岩浆侵入和结晶时释放的热量

（Bea，2012）。在碰撞造山带等地壳加厚区域，放射性

衰变热可触发地壳部分熔融，并驱动晶粥体的底辟作

用（Arnold et al.，2017）。Bea（2012）的研究表明，大多

数花岗岩的放射性热产量远高于大陆地壳的平均水

平，表明放射性加热通常是大量花岗质岩浆形成的必

要条件。研究表明，放射性衰变可以提供长期稳定的

热源，而地幔岩浆底侵及镁铁质岩床的侵入则是促使

局部快速熔融的重要驱动力（Annen et al.，2006；Thy-
bo and Artemieva，2013；Riel et al.，2016）。此外，地壳

在块体碰撞过程中加厚，也可能引发地温升高，从而促

进熔融。

不同构造环境下，地壳熔融的热源可能有所不

同，甚至可能由多种热源共同作用。例如，在碰撞造山

带，放射性生热及地壳加厚导致的温度升高可能是驱

动地壳深部熔融的主要因素，而大陆地壳在高压或超

高压变质过程中经历俯冲、抬升和减压，也可诱发熔融

（Brown，2007）。在活动板块边缘或伸展环境，地幔岩

浆底侵的作用则更加显著。然而，目前关于伸展构造、

地壳熔融与玄武质岩浆底侵的时间关系仍存在较大争

议。在大陆裂谷环境，地壳重熔的主要热源来自岩石

圈减薄引发的软流圈物质上涌，这不仅提升了地壳的

热流强度，也促进了深部熔融（Zheng and Gao，
2021）。Clemens等（2020）也指出，下地壳发生广泛的

部分熔融并实现大规模地壳分异，必须依赖额外的地

幔热输入。这些对热源机制的研究，为理解花岗质熔

融的热力学过程提供了更深入的认识，并为探讨构造

背景、热源类型与时间尺度的相互作用开辟了新的

视角。

熔融机制和源岩类型共同决定了熔融的程度及

其形成花岗岩体的规模。在中等供热条件下，泥质岩

源岩的熔融程度通常在0~25%之间，主要形成混合岩，

而不太可能形成侵入体（Brown，2001）。中度熔融

（25%~40%）和高度熔融（40%~60%）才可能产生大规

模的花岗岩体（Guernina and Sawyer，2003）。中度熔

融通常需要较高的地温梯度、高放射性生热层或临近

高温岩床，而高度熔融则依赖大量易熔的地壳物质及广

泛的地幔热源，如岩浆底侵作用（Thompson，1999）。
总结而言，幔源岩浆分异假说构建了20世纪花岗

岩成因研究的早期理论框架，而地壳部分熔融理论奠

定了现代研究的基础。湿熔融与干熔融机制的深入研

究，不仅加深了对岩浆起源和演化的理解，也促进了花

岗岩成因与壳-幔相互作用研究。

（3）壳-幔物质的贡献与花岗岩成因类型划分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关于花岗岩源区的研究不

断深入，研究视角从单一的地壳或地幔扩展到更加复

杂的壳-幔相互作用体系。大量研究表明，花岗岩的形

成可能涉及多个圈层的物质来源，包括地幔、俯冲板片

和陆壳（Clarke，1992）。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I-S-M-
A四类花岗岩的分类体系逐步建立，并广泛应用于全

球花岗岩的研究中。

2 0世纪 7 0年代初 ，澳大利亚地质学家查佩尔

（Bruce William Chappell，1936–2012）和怀特（Allan
James Risley White）首次提出I型和S型花岗岩的概

念，研究对象为澳大利亚东南部拉克兰褶皱带的花岗

岩（Chappell and White，1974）。I型花岗岩主要来源

于变质火成岩或地壳深部物质，而S型花岗岩则源于变

质沉积岩或地壳表层物质的部分熔融。随着研究的深

入，该分类体系得到了进一步拓展。White（1979）提
出M型花岗岩（幔源型），认为其可能来源于俯冲洋壳

或上覆地幔的部分熔融；Loiselle和Wones（1979）则首

次提出A型花岗岩（碱性/非造山/无水型）的概念，认为

其主要形成于裂谷或克拉通环境。虽然A型花岗岩的

提出者未正式发表相关论文，但后续研究不断完善和

补充其特征，并进行亚类的划分（Collins et al.，1982；
Whalen et al.，1987；Eby，1990，1992；Bonin，2007），其
中，Eby（1992）将A型花岗岩划分为A1型和A2型两个

亚类。进一步研究表明，A型花岗岩可能来源于先前

熔融事件耐熔残余或岩浆分异产生的堆晶物质（麻粒

岩）的部分熔融（Skjerlie and Johnston，1992；郑永飞

等，2024）。实验岩石学研究指出，地幔橄榄岩直接熔

融难以形成原生的花岗质岩浆（Wyl l i e，1984； Jo -
hannes and Holtz，1996）。因此，尽管所谓的幔源型花

岗岩常常表现出地幔来源的地球化学印记，它们更可

能是初始地壳部分熔融或幔源岩浆分异的产物。

Didier等（1982）基于岩石包体的类型，进一步划

分出C型和M型花岗岩。C型花岗岩以法国中央高原

的海西期淡色花岗岩为代表，通常可见围岩残留体；而

M型花岗岩属于地幔与地壳混合源的产物，常含暗色

微粒包体。Pitcher（1983）对I型花岗岩进行了更细致

的划分，提出“科迪勒拉I型”和“加里东I型”两类，并分

析了它们在成因和特征上的差异。两者均与铜-碱金

属矿化相关，但科迪勒拉环境中的矿化较发育，而锡矿

化通常与S型花岗岩相关。此外，尼日利亚的碱性和过

碱质环状花岗岩也常与锡矿化相伴生。Clarke（1992）
系统总结了I型、S型、M型和A型花岗岩的特征，而Bar-
barin（1990）提出的H型花岗岩，代表了具混合源特征

的花岗岩。在日本，石原舜三（Shunso Ishihara，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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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基于氧逸度差异，将花岗岩划分为磁铁矿系列

（高氧逸度）和钛铁矿系列（低氧逸度）（ I s h i h a r a，
1977）。

近年来，Moyen（2020）基于成因的新分类框架，

也区分出C型（地壳型）和M型（地幔型）花岗岩，并指

出M型花岗岩常与镁铁质熔体共生，表现为磁铁矿系

列（氧化型）；而C型花岗岩通常缺乏镁铁质岩浆的共

生，更倾向于钛铁矿系列。

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前后，花岗岩成因分类及

其与成矿关系的研究进入高峰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

成果。众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花岗岩成因分类体系，

如涂光炽等（1979）、王联魁等（1982）、刘家远和沈纪

利（1982）、杨超群（Yang，1982）、徐克勤等（1983）、董
申保（1984）、莫柱孙（1985）、吴利仁（1985）、张德全和

孙桂英（1988）等。其中，1979年涂光炽（1920—2007）
等在《华南花岗岩类的地球化学》一书中系统论述了

华南花岗岩的多成因观点。1980年，由原地矿部宜昌

地质矿产研究所莫柱孙、叶伯丹等编著的《南岭花岗

岩地质学》，基于扎实的野外与岩相学观察，深入总结

了南岭花岗岩的类型与成矿的关系（莫柱孙和叶伯丹，

1980）。尤其是徐克勤（1907—2002）等的分类影响深

远：他们基于华南地区的研究，提出了同熔型、陆壳改

造型和幔源型三类花岗岩（徐克勤等，1983；Xu et al.，
1982；王德滋等，1984）。同熔型花岗岩表现出壳幔混

合特征，与I型花岗岩类似；陆壳改造型主要为地壳重

熔或岩浆结晶产物组成，类似于S型；而幔源型则由长

期地幔分异演化形成（王德滋，2004）。此外，王德滋

等（1992）还拓展了S型花岗岩的概念，并首次识别出S
型火山岩。

近年来，随着对花岗岩与关键矿产关系的深入认

识，淡色花岗岩或高分异花岗岩的识别和研究受到了

广泛关注（付建明等，2011；许志琴等，2019；毛景文

等，2019）。吴福元等（2017）根据结晶分异程度，将花

岗岩划分为低分异花岗岩、高分异花岗岩及伴生的堆

晶花岗岩，并指出高分异花岗岩的形成主要受高温和

富挥发分环境控制。高分异花岗岩相当于各种淡色花

岗岩-白岗岩（包括花岗伟晶岩和细晶岩），化学成分上

表现为高硅、铝过饱和弱饱和，稀土元素分布型式为W
型或M型的四分组效应、高Rb/Sr、低K/Rb和Nb/Ta比
值等特征（Miller and Mittlefehldt，1982；赵振华，

2016）。研究表明，稀有金属花岗岩（rare-metal gran-
ite）通常都是高分异花岗岩（Breiter et al.，2006）。此

外，Vernon和Collins（2011）提出了一套识别堆晶花岗

岩的标志。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岩浆分异程度的增加，

将这些花岗岩划分为 I型或S型变得更加困难（Chap-

pell et al.，1998），同时高分异花岗岩与铝质A型花岗

岩的界限也变得模糊（吴福元等，2017）。
英国岩石学家山德（Samuel James Shand，1882—

1957）提出的铝饱和指数（Alumina Saturation Index，
ASI）在花岗岩分类中具有重要意义（Shand，1927）。
该指数根据岩石中铝含量相对于长石结晶所需的铝

量，划分为过铝质、准铝质和过碱质三类。过铝质岩石

（大致相当于S型花岗岩及高分异花岗岩）含有白云

母、黑云母、堇青石、红柱石和石榴子石等铝饱和矿物；

准铝质岩石（大致相当于I型和M型花岗岩）通常含角

闪石、黑云母和辉石等矿物；而过碱质岩石（相当于A1
型花岗岩）则含霓石、钠闪石和钠铁闪石。然而，铝饱

和指数的大小与花岗岩成因类型之间并没有对应关

系。例如，Chappell等（1998）研究澳大利亚拉克兰褶

皱带1284个I型花岗岩样本时，发现其中41%为过铝质

岩石。尽管如此，该指数仍然是花岗岩分类研究中的

重要指标。King等（1997）就把A型花岗岩划分为铝质

和碱性两个亚类。

然而，I-S-M-A-型花岗岩分类方案在实际应用中

也存在局限性（Frost et al.，2001；Bonin，2007），因为

这些方案都假设花岗岩的物质来源是单一的。而现实

中，在华南、西班牙中部、阿根廷、东北亚等地均发现了

I -S型及A-I型的过渡岩石（周新民，2003；Cas t ro，
2014；王孝磊，2017）。洪大卫（1994）指出，该分类方

案的定义不统一，地区对比困难，过于简单化，未能全

面反映花岗岩成因的复杂性。

尽管存在争议，不同的分类体系的提出仍推动了

花岗岩的深入研究。Hildreth（1981）早期提出的壳-幔
共同作用机制认为，大多数花岗质岩浆均包含地壳和

地幔物质。自20世纪90年代起，壳-幔相互作用逐渐成

为花岗岩成因研究的热点（肖庆辉等，2002；王德滋，

2004）。野外观察和地球化学分析表明，S型花岗岩主

要来源于变沉积岩的熔融，其中幔源物质的贡献较小，

但仍不可忽视（Collins，1996；Kalsbeek et al.，2001）。
Castro（2014）进一步指出，幔源熔体侵入地壳并诱发

熔融和同化作用，是形成大型过铝质花岗岩体的重要

机制。

不仅地壳熔融可以产生花岗岩，壳外的作用也可

能产生花岗岩。Castro（2014）提出了壳外成因模式，

认为多种过程均可能产生钙碱性的I型花岗岩。这些

过程包括高镁安山质岩浆的分异、湿润的苦橄质玄武

质岩浆经分异后演化为安山质岩浆，以及俯冲带混杂

岩或底垫至下地壳物质的部分熔融。近期，Pichavant
等（2024）基于对秘鲁马库萨尼火山岩的研究表明，几

乎所有花岗岩都属于混合成因，既包含有地壳物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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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幔源玄武质成分。这一观点进一步突显了壳-幔
相互作用的复杂性及其在花岗岩成因中的关键作用。

可见，壳-幔相互作用对花岗岩的形成有深远影

响。Cl a r k e（1992）提出了一种基于“与地幔源距

离”（remoteness-from-mantle-source）的花岗岩分类方

法，强调地幔在花岗岩形成中的基础作用。他根据花

岗岩成因与部分熔融的次数之间的关系，将花岗岩分

为原生、次生和三次花岗岩三种类型。原生花岗岩经

历一次熔融，如某些大洋斜长花岗岩、非造山过碱性花

岗岩及太古代TTG，这些岩石可能起源于地幔橄榄岩

部分熔融形成的玄武质岩浆，随后经历分离结晶及同

化作用演化而成。次生花岗岩经历两次熔融，例如某

些斜长花岗岩、太古代TTG及大陆弧准铝质英云闪长

岩-花岗闪长岩套。这类花岗岩可能来源于幔源岩浆

结晶形成古陆壳或洋壳，再经历第二次熔融后最终形

成。三次花岗岩需经历三次熔融事件，如幔源岩浆形

成的基性岩重熔后产生的岩石，经过风化剥蚀形成沉

积岩，再次经历变质重熔最终形成花岗岩，或由次生花

岗岩进一步熔融演化而成。过铝质花岗岩可能正是三

次花岗岩的代表。这一分类体系不仅揭示了花岗岩成

因的多样性，也进一步强调了壳-幔相互作用在大陆地

壳分异中的核心地位。

1.4.4 构造环境对花岗岩成因的控制 花岗岩的形

成与地质环境密切相关，这一认识由来已久。早在

1915年，魏格纳在《海陆的起源》第六章中便对比了

非洲和巴西的片麻岩高原，发现两地的花岗岩侵入现

象、岩性分布及褶皱方向高度一致，从而提出大西洋两

岸的大陆曾经连为一体（魏格纳，2006）。20世纪中期

以来，研究者逐步认识到构造环境在花岗岩成因中的

关键作用，特别是基于板块构造背景的分类研究，成为

该领域的重要里程碑（王德滋和周新民，2002）。Read
（1957）首次提出，不同类型的花岗岩对应特定的地质

背景，并反映造山作用的不同阶段。Reynolds（1958）
进一步强调，花岗岩的成因本质上是一个构造问题，不

同的构造环境决定了花岗岩的类型及其特征。这些研

究不仅奠定了理论基础，也开启了地球化学方法在构

造环境研究中的应用。

板块构造理论的提出，使人们对花岗岩的形成机

制有了更深入的理解。Pitcher（1983）指出，花岗岩是

板块构造过程的直接产物，构造事件在新生地壳的形

成及古老地壳的再循环过程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Cobbing，2020）。在威尔逊旋回的不同阶段，往往会

形成特定类型的花岗岩组合（Barbarin，1999）。因此，

花岗岩不仅是地球深部过程的“探针”，也是记录板块

运动与大地构造演化的重要载体。例如，过铝质花岗

岩可作为陆内俯冲造山作用的岩石学证据（莫宣学等，

2009）。
利用岩石化学成分判别构造环境的研究可追溯

至Pearce和Cann（1971）的开创性工作。他们结合玄武

质岩石的地球化学特征，成功识别出不同构造环境下

形成的岩石类型。在此基础上，Pearce等（1984）进一

步发展了针对花岗岩的微量元素判别方法。例如，在

经典的Yb-Ta判别图中，花岗岩被划分为洋脊花岗岩、

火山弧花岗岩、同碰撞花岗岩和板内花岗岩（即非造山

花岗岩）。该方法利用稀土元素和高场强元素的比值，

揭示花岗岩成因与构造过程（如大陆碰撞或地壳伸展）

之间的潜在联系，为探索花岗岩的形成机制提供了重

要工具（Harris et al.，1986）。
总体而言，前人从多个角度探讨了花岗岩类型、

源区及其构造背景的关系，包括主量元素（Debon and
Le Fort，1983；Batchelor and Bowden，1985）、微量元

素（Pearce et al.，1984）、黑云母成分（Nachit et al.，
1985）、锆石形态（Pupin，1980）、不透明氧化物（Ishi-
hara，1977）、岩石包体（Didier et al.，1982）及矿化类型

（Xu et al.，1982）等。Barbarin（1990，1999）对这些研

究进行了系统总结，认为上述标志均反映了岩浆源区

的特征，而源区的组成又与花岗岩形成时的构造环境

密切相关。他进一步将花岗岩的成因类型、物质来源

与威尔逊旋回相结合，提出三类构造环境下的花岗岩

类型：①大陆碰撞作用形成的过铝质花岗岩（壳源

型）；②俯冲及构造体制转换期的准铝质及钙碱性花岗

岩（壳-幔混源型）；③大洋扩张、陆内隆起或裂谷作用

形成的拉斑玄武质、钙碱性及过碱性花岗岩（幔源

型）。这一分类思路与Maniar和Piccoli（1989）提出的

造山型与非造山型分类体系存在一定相似性。Rollin-
son和Pease（2021）指出，与主量元素相比，微量元素在

判别构造环境方面具有更高的分辨能力，而二元判别

图往往比三元判别图表现出更高的成功率。

然而，现有的构造环境判别方法并非完美，甚至

存在大的争议（Collins et al.，2020）。例如，高度演化

的花岗岩在大陆裂谷与洋岛环境下可能表现出相似的

地球化学特征，而岛弧与大陆弧花岗岩的成分也可能

高度相似，从而增加了判别难度。特别是经历了复杂

地质过程（如结晶分异、堆晶作用、地壳混染、岩浆混

合、转熔晶夹带及热液改造）的花岗岩，其全岩地球化

学组成往往难以直接反映原生熔体特征，使得构造背

景的判别更加复杂（Verma et al.，2012；Rollinson and
Pease，2021）。

Verma等（2012）在扩展数据来源的基础上，对

Pearce等（1984） 提出的四张判别图（Nb-Y、Ta-Y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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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b-Y+Nb 及 Rb-Yb+Ta ）进行了系统评估，发现这些

图存在较大重叠区域，难以精确区分火山弧与碰撞环

境、板内与洋中脊环境等对应的花岗岩类型。为此，他

们提出了一种基于判别函数的主量元素多维判别方

法，并通过数据对比和测试，证实该方法在判别成功率

上具有显著提升。

要准确判别花岗岩的构造环境，研究者需要完成

两个核心任务，一是识别岩浆源区及其演化条件，二是

确定与这些条件相匹配的构造背景。然而，这一过程

往往存在多解性（Moyen，2020）。例如，Clemens等
（2020）指出，花岗岩主要源于地壳熔融，其成因并不

局限于特定的构造环境。这意味着，即便不同地区的

花岗岩在化学成分和矿物组合上表现出高度相似，其

形成机制可能截然不同。因此，仅依赖元素判别法难

以得出可靠结论，研究者必须结合区域地质背景、岩石

组合、时空分布及构造特征等多方面信息进行综合

分析。

事实上，Read（1957）早在其研究中便强调：“每一

种花岗岩都应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不仅要分析其自

身特征，还需结合其地质环境进行探讨，并据其内在证

据作出合理解释。” 肖庆辉等（2002）在研究中进一步

提出了花岗岩构造环境判别的流程与注意事项，强调

应避免过度简化或模式化，尤其要在区域地质演化的

时空框架约束下进行分析。王强等（2005）强调，要把

岩石组合、时空分布规律与区域地质特征结合起来认

识花岗岩形成的动力学背景；翟明国（2017）特别推荐

周新民 （ 2 0 0 3 ）关于华南花岗岩的研究。周新民

（2003）在研究华南四期花岗岩时，综合运用地质填

图、时代划分、典型岩体解剖、岩石地球化学分析，并结

合区域地质背景及构造记录，深入探讨了花岗岩成因

与地球动力学过程的关系。此外，马昌前等（1994）提
出了构造环境判别的四大准则，强调需结合岩体的构

造样式、岩石组合、成因演化及区域地质背景，从多角

度评估花岗岩的成因及其与地球动力学体系的关系。

未来的研究应致力于构建更精准的构造环境判

别模型，并深入探讨花岗岩地球化学与同位素特征，尤

其是结合其时空分布特征，以揭示构造背景与成因之

间的内在联系。同时，应关注古老地球及地外天体非

板块构造体制（如热管构造、软盖构造、活动盖构造）

（Cawood et el.，2022）与早期花岗岩形成之间的潜在

联系，并深入研究太古代富钠花岗岩（TTG）向富钾花

岗岩转化的过程和动力学背景。此外，加强对特殊地

质环境或成因复杂地区的区域性研究也非常重要。

现代高精度同位素测定技术、新型地球物理探测

手段以及“数据智能（data intelligence）”方法（包括大

数据、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的应用，将进一步推动对

不同构造环境下花岗岩成因多样性的理解，并为构造

地质学与岩石成因学的研究提供更加科学、系统的理

论支撑。值得一提的是，Takaew等（2024）在玄武岩构

造环境判别中引入了机器学习方法，以克服传统方法

因数据量受限而带来的局限性，这一方法同样值得在

花岗岩研究中推广应用。

1.5 最新议题：岩浆房与岩浆储库的视角之争

（2000年至今）

自Bowen提出花岗岩为玄武质岩浆结晶分异的晚

期产物以来，传统的岩石学模型通常假设花岗岩的成

分能够代表液态熔体的成分（例如，Tuttle and Bowen，
1958）。然而，Petford等（2000）指出，这些模型面临挑

战：一方面，它们假设岩浆具有不合理的流变学特性；

另一方面，它们无法有效解释地质与地球物理观测数

据。因此，近年来，关于花岗质岩浆在侵位过程中的物

理状态及其演化机制的讨论日趋激烈。该问题不仅涉

及穿地壳岩浆通道系统的形成（Sakuyama，1984；Ma
et al.，1998），还影响我们对岩浆上升与侵位机制、分

异与抽取过程，以及火山喷发动力学的理解，因而成为

地球科学研究的重要议题。

Bowen（1919）在早期的研究中就指出，“岩浆”一

词的定义存在分歧。传统上，岩浆被视为完全熔融的

物质，即熔体的同义词。然而，从词源学角度来看，岩

浆更准确的定义应是含有大量悬浮晶体的熔体，即“晶

粥”。在本文中，“岩浆”指的是由熔体、晶体和挥发分

组成的混合物 ，在火山活动时间尺度上仍具流动

性；“晶粥”主要由大量晶体及少量晶间熔体组成，流动

性极低 ，其中晶间熔体的体积分数通常低于 5 0%
（Glazner，2021）；而“熔体”则主要指液相（熔体及挥发

分），其中的晶体含量较低。

1.5.1 岩浆侵位的状态：熔体还是晶粥? 花岗质

岩浆在侵位过程中的物理状态长期存在争议，核心问

题包括两个方面：岩浆从源区迁移至岩浆储库时的物

理形态；岩浆侵位后在储库中的演化过程。

关于岩浆侵位前的状态，学界主要存在两种观

点：一是认为岩浆以熔体为主。Clemens和Mawer
（1992）通过研究花岗岩体提出，岩浆在侵位前主要以

高流动性的熔体形式存在，大部分结晶与分异作用发

生在岩浆房内，而非源区。这一观点强调岩浆房的动

态演化在形成典型花岗岩体中的关键作用。Petford等
（2000）也支持该观点，认为大陆地壳中的大多数花岗

质侵入体以低黏度、低晶体含量（约30%）的岩浆形式

侵位。Barboni和Schoene（2014）在意大利厄尔巴岛的

花岗岩研究中发现，高熔体比例的证据包括镁铁质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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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包体中正长石巨晶的存在，长石巨晶及其他矿物环

绕镁铁质包体呈漩涡状排列（周口店岩株中也常见这

一现象，见马昌前，1988a，图3），以及正长石巨晶的密

集分布（可能是流动分选的结果）。二是认为在侵位前

是晶粥主导的状态。Pitcher（1987，1997）指出，花岗

质岩浆在上升过程中必然含有一定比例的晶体。残余

锆石的广泛存在及再循环晶的出现表明，岩浆具有非

牛顿流体特性，并呈现较高的屈服强度。Copley等
（2023）对英格兰北部Skiddaw花岗岩的研究发现，该

岩体岩浆以富晶体晶粥形态侵位。这一发现挑战了

“熔体主导”模型，表明岩浆在抵达中上地壳前已部分

固结，熔体含量较低，侵位温度约为580~650 ℃。

如果岩浆在进入岩浆储库前就呈晶粥状态，那么

矿物年代学和温度计测定的年龄与温度就只能主要反

映地壳深部的结晶过程，而非中上地壳的侵位事件。

此外，剪切波可在富晶体的晶粥体中传播，使得地震成

像难以直接探测这些岩浆体的存在。这不仅影响我们

对地壳内岩浆迁移机制的理解，也对岩浆储库的演化

模式提出新的挑战。

关于岩浆侵位后的状态，一个多世纪以来，火山

学和火成岩岩石学的经典范式都是以岩浆房存在为前

提的，认为岩浆房充满了无晶体的熔体（Daly，1911；
Bowen，1928；Latypov et al.，2022）。该模型假设岩浆

房长期存在于地壳浅部，并间歇性向上部火山喷发中

心输送岩浆，引发火山活动。维基百科对此的定义类

似，将岩浆房描述为“位于地球表面之下的大型液态岩

石池”。

然而，过去20年的研究挑战了这一观点。大量证

据表明，岩浆系统可能以富晶体的多阶段形式穿透地

壳，并以较快速度运移（Cashman et al.，2017；马昌前

等，2020）。地球物理调查尚未确凿证实地壳内存在大

规模、可喷发熔体主导的岩浆房（Huang et al.，2015；
Lundstrom and Glazner，2016）。同时，热模拟研究显

示，在上地壳形成大型岩浆体的物理机制存在难题

——其所需的岩浆积累速率比地质年代学估算值高出

一二个数量级（Glazner，2021）。此外，野外观测和年

代学数据表明，大多数大型岩基是由多次岩浆脉冲逐

步累积形成，而非由单个完全熔融的岩浆房冷却固结

而成（马昌前等，2020）。因此，有学者提出，地壳中的

岩浆储库主要以富晶体的晶粥形式存在，而熔体主导

的岩浆房仅占其中一小部分（Druitt et al.，2012；Wotz-
law et al.，2014；马昌前等，2020）。

Petford等（2000）提出，深部岩浆主要以小批次熔

体的形式快速上升，并最终形成板状侵入体，其侵位时

间通常不超过 10 万年。Glazner（2021）的热模拟研究

表明，岩浆在上地壳的储存时间较短，主要聚集于下地

壳，并在水平构造作用（如伸展作用）影响下，以岩席的

方式聚集成深部岩浆储库。

传统的单次侵位模型认为，大型岩基由单一岩浆

房冷却固结形成，并因此具有明显的成分连续性和分

带结构。然而，近年来的研究表明，许多花岗岩侵入体

更可能是多阶段岩浆活动的产物。

近年来，多次累积组装模型（incremental assem-
bly model）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该模型认为，岩浆

房在长时间尺度上经历多次小规模岩浆注入与固化。

例如，高精度年代学研究发现，一些花岗岩体的年龄分

布存在显著差异，支持多阶段岩浆活动的假设。Ardill
等（2020）研究美国内华达Tuolumne侵入杂岩体，发现

其在1000万年内经历过多次岩浆的脉冲注入，每次新

增的岩浆都会与较早形成的晶粥体相互作用，最终形

成更大规模的岩浆储库。Pang等（2025）基于喀斯喀

特火山带的地震成像数据发现，火山下方5~15 km深

处存在低速地震波体，表明岩浆储库中的熔体比例仅

为13%~32%，甚至可能低至3%~5%。综合地球物理和

岩石学证据表明，低温、富水（最高可达10%~12% H2O）

的酸性岩浆可长期赋存于地壳深部，并在短暂的高温

岩浆补充事件中发生间歇性喷发（Cooper and Kent，
2014）。

总之，越来越多的研究支持晶粥主导的岩浆储库

模型，并重新定义了我们对岩浆房的认知。当然，近期

研究也提出了不同观点。Latypov等（2022）在对南非

布什维尔德杂岩体的野外研究中发现，该岩体中的残

留熔体柱厚度超过 5 km， 体积高达 380 000 km³，远超

地球历史上已知的任何超级喷发规模。因此，他们认

为，在某些特殊条件下，地球可能仍然存在超大型、完

全熔融的岩浆房。然而，这种现象是否仅限于镁铁质-
超镁铁质岩浆体系，或仅发生于前寒武纪时期，仍有待

进一步研究验证。

1.5.2 岩浆分异与熔体抽取：花岗质岩浆/晶粥能否

发生分离结晶? Bowen（1915，1928）在其著作中系

统提出了岩浆分异的概念，即不同类型的岩石可以从

同一母岩浆中衍生而出。与之密切相关的熔体抽取则

是指从多相岩浆源区或岩浆储库中分离出熔体。两者

的主要区别在于岩浆分异通常是连续的，而熔体抽取

往往呈现出脉动或周期性（Brown，2007）。最早提出

熔体从结晶的花岗质岩浆或晶粥中抽取思想的是达尔

文，他在1844年就指出，部分结晶的花岗质液相中某些

成分的渗出进入裂隙，可能解释了詹姆斯岛上脉岩在

矿物组成上的某些变化（Darwin，1844）。
岩浆分异与熔体抽取不仅深刻影响着大陆地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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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成和演化，还与火山喷发机制、花岗岩和流纹岩的

成因密切相关，尤其是在高硅流纹岩及“高分异”花岗

岩的形成过程中，以及与W、Sn、Nb、Ta、Li、Be、Rb、
Cs、REE等稀有金属成矿作用的关系上具有重要意义

（吴福元等，2021）。自鲍文以来，岩浆混合、液体不混

溶、索列特扩散、成分梯度以及同化混染等过程都被认

为对岩浆分异及火成岩多样性起到了关键作用，但分

离结晶仍被广泛视为岩浆分异的核心机制（Grove and
Brown，2018）。

大量野外观察和实验研究均证实，花岗质岩浆体

系中存在显著的分异现象（Pitcher，1997；Cobbing，
2000；吴福元等，2007；Memeti et al.，2022）。例如，在

某些长英质火山-侵入杂岩中，花岗岩与火山岩表现出

成分互补关系（Bachmann and Bergantz，2004；Gelman
et al.，2014；Liu et al.，2025）；东昆仑地区的二叠纪-三
叠纪侵入岩和火山岩的对比研究也显示，火山岩的

SiO2平均含量普遍高于侵入岩（马昌前等，2024）；在
日本中部泷谷岩体中，从下部的花岗闪长岩到上部的

斑状细粒花岗岩，全岩主量和微量元素的变化呈“S”
形趋势，不相容元素含量随着SiO2的增加而升高，而斜

长石中的铁含量则由岩体顶部向底部递增（Hartung et
al.，2017）。这些证据表明分异作用确实存在，但具体

的控制机制，尤其是花岗质岩浆是否能够经历分离结

晶，仍存在争议。

鲍文在《火成岩的演化》（Bowen，1928）中详细

阐述了分离结晶的过程，其本质是晶体与熔体的相对

运动。主要机制包括：首先，在结晶初期，晶体在重力

作用下下沉，而熔体相对上升；其次，在变形作用的影

响下，晶体与熔体发生相对运动。此外，单一晶体生长

时局部熔体成分发生分异，可形成矿物环带结构，为岩

浆分异提供微观证据。

早在1831—1836年间，达尔文在“比格尔号”探险

旅程中，随身携带了莱伊尔所著的《地质学原理》（第

一版），其中的地质学知识启发了他在考察火山岛时的

观察。他由此注意到，晶体的重力沉降可能对火山岩

成分差异的产生有重要影响（Harker，1909；Pitcher，
1997）。随后，晶体沉降（crystal settling）就被看着是

镁铁质岩浆分离结晶的重要机制（Bowen，1928；Wa-
ger and Brown，1968），主要表现为高密度矿物在重力

作用下下沉并与熔体分离。这一过程在镁铁质岩浆杂

岩中尤为明显，例如，橄榄石在岩体底部富集，全岩镁

指数（Mg#）自底部向顶部递减（Gibb and Henderson，
1992）。然而，由于花岗质岩浆通常具有较高的晶体含

量、较高黏度，并具有一定的屈服强度，晶体及小包体

的沉降受到明显限制（Pitcher，1997）。对于牛顿流体

而言，晶体沉降主要受熔体与晶体的密度差、熔体黏度

及晶体粒度的影响（马昌前，1989）；但花岗质岩浆通

常表现出非牛顿流体特征，其主要矿物与熔体之间的

密度差较小，从而降低了晶体沉降的可能性。因此，

Bowen（1928）强调，分离结晶问题不能简单等同于晶

体下沉，而应考虑变形、重力及环带效应的影响。

近年来，部分学者对花岗岩是否经历分离结晶提

出质疑（Reid et al.，1993；张旗，2012；2023）。张旗

（2023）引用Pitcher（1997）的观点指出，除少数富含B、

F或H2O的特殊岩浆外，目前尚无确凿的野外证据支持

花岗质岩浆曾发生大规模晶体沉降。同时，Castro等
（2021）指出，钙碱性花岗质系统中缺乏单矿物层理

（monomineralic layering），这一现象进一步表明，晶体

沉降可能并非主导岩浆分异的主要机制。

在探讨花岗质岩浆是否能够经历分离结晶时，必

须明确不同分异机制的适用条件及其在晶粥系统中的

作用，并阐明如何在地壳深部的晶粥储库中有效提取

熔体或分离晶体。Castro等（2021）将岩浆分异过程区

分为两种途径：一是从部分结晶的岩浆中抽取熔体，二

是直接将晶体从岩浆中分离，而这两种机制的发生条

件各不相同。针对哪些机制可能促使花岗质岩浆或晶

粥发生分离结晶的问题，Bachmann和Bergantz（2004）
提出，晶体与熔体的分离可能通过受阻沉降、微沉降和

压实作用等单独或协同作用实现。

受阻沉降（hindered settling）是指晶体在晶粥中

因重力作用而下沉的过程。Bachmann和Bergantz
（2004）认为，受阻沉降是晶体与熔体分离的最快机

制。然而，Holness（2018）指出，由于岩浆中晶体含量

较高，传统的斯托克斯沉降公式（马昌前，1989）已难

以适用。不过，Lee和Morton（2015）坚持认为，在高黏

度的长英质熔体中，受阻沉降依然是推动晶体与熔体

分离的主要机制。

微沉降（micro-settling）的概念最早由Miller等
（1988）引入地质文献，用于描述单个晶粒在多孔、开

放的晶体骨架中受重力作用向下迁移的过程。在这一

过程中，小颗粒往往会溶解并分离，而大颗粒则趋于生

长，其基本驱动力是扩散，因此在晶粥系统中的作用受

到一定限制（Holness，2018）。
压实作用（compaction）是指晶体在重力和堆积压

力作用下发生自重压缩，导致颗粒间孔隙减少并挤出

熔体。Holness（2018）将这一过程分为两种类型：一是

黏性压实，即晶体在重力作用下通过塑性变形导致晶

间熔体的挤出；二是机械压实，在岩浆流动、晶粥层滑

塌或脱气过程中，刚性矿物颗粒在内部压力梯度或外

部应力作用下重新排列，促使熔体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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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Holness（2018）指出，在花岗质晶粥系统

中，由于矿物密度较低且岩浆黏度较高，外部应力（如

高温岩浆补给、气体压滤或区域变形）能够促使高硅、

贫晶体的流纹质熔体从晶粥中分离。Petford等（2000）
进一步强调，变形在花岗质岩浆的分离、运移及侵位过

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而流体出溶与岩浆脱气也可能

会改变花岗质岩浆系统的流变学状态，影响晶体-熔体

的分离。

岩浆流动或压滤作用可能是导致花岗质岩浆成

分变化的重要机制（例如，Pistone et al.，2015）。压滤

作用（filter pressing）的思想最早由英国地质学家巴罗

（George Barrow，1853—1932）提出。巴罗是变质地质

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其名字如今被用于命名泥质变

质岩的递增变质带（巴罗型变质作用）。巴罗提出，苏

格兰高地的小型伟晶岩侵入体可能是在晚期富钾的残

余熔体被挤压后，通过已结晶的石英、更长石和云母的

网状结构从大岩体中迁移出来，并最终被输送至地壳

较高位置而形成的（Barrow，1893）。
当高温岩浆脉冲侵入后，晶粥体可能发生活化和

对流，不同时期的晶粥体相互融合，形成更大规模的岩

浆储库（Ardill et al.，2020），加速岩浆混合与分异。随

着新岩浆的不断上升，岩墙对早期侵位的晶粥体施加

挤压，使晶间熔体沿岩墙方向迁移，最终聚集成更为活

跃的岩浆，并与新侵入岩浆混合。据估算，晶粥体可排

出高达40%~50% 的晶间熔体，并可能形成富含斜长石

的堆晶岩。这一过程的效率受晶粥体的结晶程度、变

形强度及流变学特性的影响（Memeti et al.，2022）。特

别是在地壳浅部（<10 km）， 富含挥发分的晶粥体中，

气体驱动的压滤作用对熔体与晶体的分离至关重要，

并可能形成富含气体的岩浆体，为后续火山喷发积累

物质和能量（Pistone et al.，2015）。
Garibaldi等（2018）提出，构造压滤作用能够活化

高晶体含量的晶粥，实现粒间流纹质熔体的分离。

Holness（2018）也指出，无论是岩浆补给、气体压滤还

是区域变形施加的外部应力，都能有效促进晶粥活化

和分异。众多研究者（如 Žák and Paterson，2010；Ala-
sino et al.，2019）均认为，构造变形和压滤作用在晶粥

体活化及岩浆分异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

可见，在岩浆的上升、运移及混合过程中，由压滤

作用引发的晶粥体变形可显著促进花岗质岩浆的分离

结晶。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主要依赖重力驱动的压

实作用，压滤作用的核心在于外部应力（如剪切力、构

造压力或岩浆压力）的作用。通过挤压、剪切或构造变

形，熔体被迅速“挤出”晶体骨架，并沿裂隙或薄弱面

迁移。

此外，上地壳中晶粥体（岩浆储库）的规模、存续

时间和活跃程度不仅影响火山喷发行为，也直接决定

岩浆储库的分异效率及其在地壳中的垂向迁移（Ardill
et al.，2020）。Hartung等（2019）通过 rhyolite-MELTS
计算与热模拟评估了上地壳长英质岩浆的分离与抽取

过程，发现初始含水量对岩浆分异起着决定性作用。

他们指出，当花岗闪长质岩浆的初始含水量超过

2%时，一旦结晶度达到40%~50%（即流变学锁定点），

残余熔体便会进入水饱和状态（Har tung e t a l .，
2019）。此时，熔体黏度降低，晶体与熔体的密度差增

大，促使熔体分离，在岩浆储库顶部形成富熔体的帽状

小岩浆房。然而，由于还有大约20%~30%的熔体可能

被困在堆晶中，区分堆晶岩与抽取出的高分异熔体存

在一定困难（Lee and Morton，2015）。为解决这一问

题，他们提出了一种定量估算堆晶岩中被困熔体比例

的方法（Lee and Morton，2015）。
另外，如果长英质岩浆储库的初始含水量较低

（<2% H2O），通常只能形成孤立的小型岩浆囊（Har-
tung et al.，2019）。在适宜条件下，岩浆停留时间越

长，可抽取的残余熔体也就越多（Dufek and Bach-
mann，2010）。此外，含水的花岗质岩浆因较低的黏度

和密度（Clemens，2005），更有利于岩浆分异。

在对东昆仑三叠纪花岗岩-火山岩关系的研究中，

我们发现，在富水的花岗质岩浆系统中，随着储库压力

的增加，熔体黏度显著降低，从而加速了岩浆分离、熔

体迁移及喷发（Zou and Ma，2024）。此外，深部岩浆的

持续补给与挥发分释放不仅能提高储库压力，还能延

长熔体抽取时间；当岩浆储库处于较大深度时，有助于

维持长期的分异过程，避免因散热过快而导致的快速

冷却（Glazner，2021）。
地质与地球物理证据亦支持这一观点。例如，

Lipman（2007）指出，火山喷发时的岩浆储库通常位于

地壳深部 10~15 km处，而圣胡安山脉中部的火山喷发

后破火山口累计下沉深度也达到了10~15 km。Har-
tung等（2017）的研究表明，日本中部泷谷岩体中的斑

状细粒花岗岩是在9~6.5 km深度从花岗闪长岩晶粥体

中抽取出来的，当时晶粥体的结晶度为45%~65%。

总体而言，在不同条件下，各种机制都可能影响

花岗质岩浆的分离结晶。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

明，外部应力诱发的压滤作用和构造变形是促进晶粥

体活化及岩浆分异的重要动力。

除上所述外，围绕岩浆房与岩浆储库之争，还涉

及其他一些科学问题。例如，花岗质侵入体完全结晶

的温度到底能有多低? 深成岩与火山岩在成因上是否

相关? 是否存在能够为超级火山喷发提供物质来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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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岩浆房? 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可参考Ackerson
等（2018）、马昌前等（2020，2024）和van Zalinge等
（2022）等相关研究。

2 花岗岩问题的科学演进

2.1 花岗岩问题演进的逻辑与科学思维

科学始于问题。花岗岩问题的演进不仅折射出

地质学理论的发展历程，更展现了科学研究如何在积

累、危机与革命的循环中不断前行。过去两百多年间，

关于花岗岩的成因、演化及其构造背景的争论（图1），
不仅映射出科学范式的变迁，也反映了观测技术的进

步与研究思维的演化。花岗岩问题的研究历程遵循科

学争论的基本逻辑框架，即对立与竞争、证据积累与修

正、综合与融合的动态过程。按照库恩（2012）的科学

革命模型，花岗岩研究的发展大致可划分为三个主要

阶段（González-Esvertit et al.，2025）。
（1）对立与竞争：早期范式的建立（18世纪末

至19世纪初）

这一阶段的研究主要依赖宏观观察和有限的矿

物学手段，形成了两大对立观点。水成论认为花岗岩

是海水沉淀形成的，强调沉积与化学作用的主导性；而

火成论则主张花岗岩源于地下岩浆冷凝，突出岩浆活

动的作用。这一时期属于库恩所描述的“常规科学”阶

段，研究者在既定范式下尝试解释观测现象。尽管存

在诸多未解之谜，但整体研究仍沿着线性积累的路径

推进。

（2）证据积累与修正：范式的竞争（19世纪至

20世纪中期）

随着显微镜技术、岩相学、实验岩石学和放射性

测年技术的发展，花岗岩研究进入机制探讨阶段，学界

的争论变得更加复杂，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变成派

与岩浆派之争。变成派认为花岗岩由围岩变质转换而

来，而岩浆派坚持其来源于岩浆冷却结晶。随着越来

越多的观测数据（如花岗岩与围岩的侵入接触关系、先

后结晶的证据）与传统理论相悖，研究者对旧范式的信

任度下降。二是原地派与异地派的矛盾。原地派认为

花岗岩源自原地岩石的改造，不存在“空间问题”，而异

地派则主张深部岩浆上升侵位，通过各种方式取得占

位空间。这些争论持续数十年，并在20世纪中叶进入

库恩所谓的“异常现象堆积”阶段，即越来越多的新发

现无法被旧范式解释 ，促使科学家寻找新的理论

框架。

（3）综合与融合：范式转换与现代科学的深化

（20世纪中后期至21世纪）

20世纪中后期，随着板块构造理论的兴起，以及

地球化学、同位素年代学、热力学计算和地球物理探测

等技术的应用，花岗岩研究进入新的范式。

在深熔派与分异派的辩论中，深熔派通过高温高

压实验模拟，提出大陆地壳部分熔融是形成花岗岩的

重要机制，而分异派更注重利用岩浆分异理论解释岩

浆房内的成分变化和花岗岩的形成。两者的争论催生

了更具解释力的理论模型，并引发了新的研究方向。

进入21世纪后，研究视角进一步拓展，岩浆储库

和岩浆通道系统的概念成为新的前沿议题。地球物理

探测、数值模拟、流体动力学分析和微区原位探测等手

段揭示了岩浆系统的复杂性，使花岗岩成因研究从单

一假设走向多学科交叉验证。与此同时，“空间问题”

也得到了新的诠释，岩墙扩展模式、热气球膨胀模式与

侵入体累积组装机制的结合，使得花岗岩的迁移、侵位

和形成机制得以更完整地理解。

科学思维方式在花岗岩研究的演化过程中也经

历了深刻的转变。在18—19世纪，属于经验观察和归

纳阶段，研究者主要依赖于宏观观察和矿物学分析，通

过归纳总结花岗岩的成因模式。19—20世纪，为实验

每场争论的起点均以双方观点最早并存的时间为标志，其终点以其中一方或双方的观点获得学术界广泛认可或另一观点逐渐式微的时间为标志

图1 过去200多年间花岗岩问题争论与历史演进示意图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debates and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granite problem over the past 200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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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石学与演绎推理阶段，由于显微镜技术、岩相学、实

验岩石学的发展，使得研究者可以通过实验手段模拟

花岗岩的形成，采用演绎推理方式验证假设。到20—
21世纪，则进入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和流体力学的量化

分析阶段，其特征是，利用先进的同位素年代学、热力

学计算、数值模拟等定量方法，使得花岗岩研究进入数

据驱动的综合分析时代。

回顾花岗岩研究的演进历史，可以发现其发展路

径符合库恩的范式转变模式。从最初的水成论—火成

论对立，到变成派—岩浆派的分歧，再到深熔派—分异

派的竞争，每一次理论更新都经历了“常规科学—危机

—革命”的循环。更重要的是，这些争论不仅推动了地

质学的进步，也为未来研究开辟了新的方向。

2.2 社会需求与技术进步双驱动的深入研究

地质学的进步不仅依赖于科学文化氛围、学术交

流环境及科学家的个人兴趣与创造力，更受到社会需

求和技术进步的双重驱动。这一互动关系体现了基础

研究与实际应用的紧密结合，并推动了地球科学的持

续发展。

以18世纪末的英国为例，工业革命的蓬勃发展使

煤炭、铁矿等资源需求急剧增长，从而使地质学成为支

撑矿产资源开发的重要学科。在这一背景下，苏格兰

地质学家詹姆斯·赫顿提出了“火成论”，认为地壳物质

循环受深部热能驱动，岩浆冷却凝固形成花岗岩，这一

观点与当时流行的“水成论”相对立。赫顿的理论不仅

基于对岩石和地层的细致观察，还紧密契合了矿业需

求和工业发展，为矿产勘探提供了科学指导。

赫顿与英国工业革命的重要人物、蒸汽机改良者

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私交甚笃。两人在书信中频

繁交流科学问题，并曾共同进行地质考察（Jones et al.，
1994；Leeder，2020）。在18世纪之前，英国冶铁业长期

以木炭作为燃料，导致生产受限，并造成森林资源的严

重消耗。据估算，当时生产1万吨铁需砍伐10万英亩森

林（Fernihough and O’Rourke，2020）。1709年，亚伯拉

罕·达比（Abraham Darby）发明了煤焦冶铁法，而1769
年瓦特获得蒸汽机专利后，蒸汽机迅速普及，成为工业

生产的核心动力。煤炭点燃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火焰

（徐义刚，2024）。煤炭的广泛使用不仅是工业革命的

重要前提（Wrigley，2010），也引发了冶金工业的变革，

使钢铁工业得以大规模扩张，并加速了工业化和城市

化进程。

由于煤炭体积和重量庞大，且运输成本高昂，工

业企业若能在煤田附近建厂，将大幅节约成本。因此，

工业化过程中，靠近煤矿的地区城市化进程最快，对人

口分布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据统计，1750年之前，欧洲

各城市的人口增长率无显著差异；但1750年后，距离煤

田25 km以内的城市人口增长速度约为远离煤田城市

的两倍。例如，在18世纪末，前者人口增长74%，后者

仅增长33%；到19世纪初，前者增长111%，后者增长

57%；至19世纪晚期，前者增长123%，后者增长88%。

整个150年间，靠近煤矿的城市人口累计增长721%，远

离煤矿的城市仅增长293%（Fernihough and O’R-
ourke，2020）。这些数据充分表明，矿业在工业化和城

市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凸显了地质学对

经济发展的深远影响（Wrigley，2010）。所以，“没有地

质学，就没有工业革命”（徐义刚，2024）。
进入20世纪，社会需求的变化持续塑造着地质学

研究的方向。二战后的经济复苏（20世纪40—50年
代）推动了岩浆作用与成矿关系研究，以满足资源勘探

的需求。70—80年代，板块构造理论的成熟以及全球

能源危机的加剧，进一步推动了对岩浆岩成因与资源

潜力的深入研究，花岗岩逐渐成为油气储层、成矿作用

和热能资源评估的重要研究对象（Wang e t a l .，
2022）。同时，城市化的加速发展提高了对花岗岩建筑

石材的需求，这促使科学家深入研究其物理力学特性，

并推动了绿色矿业和资源可持续开发的技术创新。

社会需求的演变与技术进步相辅相成，为花岗岩

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

展，基础科学的交叉应用，使地质学家能够更精准地分

析岩石的矿物组成、成因环境和演化历史，探索岩浆作

用的深部过程和动力学机制。例如，光学显微镜、电子

探针和X射线衍射技术的应用，使研究者能够精细解

析岩石的矿物结构；放射性同位素分析提供了岩浆演

化的时间尺度，帮助厘定花岗岩的成因；地震波研究、

热力学模拟及流体力学方法的引入，揭示了深部岩浆

与地壳相互作用的动力学过程，深化了对岩浆系统演

化的理解。

综上所述，花岗岩研究的发展是社会需求与技术

进步共同驱动的结果。从矿产资源开发到能源利用，

再到防灾减灾等多个领域，科技创新不断加深人类对

花岗岩成因的认识，并推动地质学更紧密地服务于社

会发展。经济增长离不开创新，而工业革命以来的经

济腾飞更是建立在矿业的基础之上（Fernihough and
O’Rourke，2020）。

3 花岗岩问题争论与演进的启示

3.1 争论的遗产：理论基础与方法论的提升

花岗岩问题的争论历经两个多世纪，形成了丰富

的地质学思想遗产。从早期水成论与火成论的对立到

现代分异派与深熔派的分歧，每一次争论都为现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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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学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石与方法论框架。这些经典

论战不仅推动了花岗岩学和岩浆成因理论的深入发

展，也见证了科学哲学从推测向实验验证的演进。

例如，变成派强调野外观察在花岗岩成因研究中

的核心地位，主张“最好的地质学家是见过最多岩石的

人”（Read，1939；1957）；而岩浆派则认为，“无论如何

观察岩石，人们都无法直接看到它们的形成过程”（Bo-
wen，1948），强调多学科结合以深入探究花岗岩的起

源。正是变成派与岩浆派的分歧，以及分异派与深熔

派的争论，催生了实验岩石学和高精度同位素技术的

广泛应用，使花岗岩源区的化学演化过程得以定量化

研究。而原地派与异地派围绕“空间问题”的讨论，则

进一步凸显了构造地质学、地球物理学与岩石学交叉

研究的重要性，为花岗岩成因分析提供了更加立体的

解析框架（Magee et al.，2018）。
近年来，围绕岩浆房与岩浆储库的现代争论引入

了地球物理探测和应力场模拟等前沿技术，揭示了岩

浆通道系统的复杂性及其在大陆地壳生长与演化中的

关键作用。这些争论不仅深化了对地质过程的理解，

也在不断创新中积累了宝贵的学术资源与方法论启

示。事实上，争论本身已成为花岗岩研究的珍贵遗产，

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多维度的理论视角、实验技术以及

跨学科整合的研究范式。

花岗岩问题的争论也凸显出，科学进步往往源于

矛盾的交锋与最终的融合。正如Young（2003）所
言：“历史告诉我们，那些今天看似荒诞的观点，曾被才

华横溢的先辈视为合理。具有历史眼光的岩石学家会

意识到，当下许多看似不可动摇的理论，或许终将成为

后人莞尔一笑的对象。正因如此，回顾历史能帮助岩

石学家以更开放和包容的心态看待不同的学术观

点。” 另一方面，科学的光芒往往在回望中熠熠生

辉。当研究陷入困境时，前人的思想或许正是照亮前

路的微光。例如，巴罗（Barrow，1893）关于伟晶岩形

成的压滤作用理论，历经岁月洗礼，仍值得后人细细

品味。

3.2 对未来地质学研究的启示

围绕花岗岩成因的长期争论不仅深化了对岩浆

作用与地壳演化的理解，也揭示了科学发展的核心逻

辑——不同假说的碰撞、修正与融合共同推动理论创

新。变成派与岩浆派的对立与互动促进了对岩浆动力

学及地壳深部过程的认知，凸显了解决复杂地质问题

需要多学科方法的综合应用。随着高温高压实验、地

球化学分析和数值模拟等技术的进步，研究者能够更

精准地验证假设，拓展研究视野，从而深入探讨岩浆源

区的化学演化及岩浆房的动力学过程。尽管学界对花

岗岩成因的争论仍在持续，但正是这些科学辩论不断推

动理论发展，拓展人类对地球深部过程的认知边界。

未来的花岗岩研究将更加注重学科交叉与系统

性认知，强化跨学科合作，推动地质学方法论的完善。

从岩浆的部分熔融、提取、侵位、混合，到晶粥活化、火

山喷发与冷凝结晶，每个阶段的过程都赋予了岩浆通

道系统的高度复杂性。因此，研究不应局限于岩石学

本身，而应以地球系统科学的视角，引入更多基础学科

的方法。例如，探讨岩浆脱气、流体活动、地表风化剥

蚀及其与古气候变化的关系，以揭示地质过程的动态

耦合及地球多圈层的相互作用。具体而言，可开展岩

浆侵位过程的岩石力学实验，以分析岩浆如何克服围

岩阻力形成侵入体；运用流体力学原理对岩浆房对流

进行模拟，以研究不同成分的岩浆如何通过对流混合

影响岩浆演化；利用典型矿物的扩散系数约束矿物生

长、岩浆运移及岩浆房长期演化的时间尺度（马昌前，

1988b）；引入体视学方法，从二维岩石截面定量推断

三维侵入体的结构特征（马昌前等，1994）。这些方法

的应用不仅为岩浆成因研究提供了新思路，也为其他

地质学问题提供了重要借鉴，强调理论与实证的紧密

结合。

从18世纪水成论与火成论的对立，到现代对花岗

岩成因的多维度探讨，科学进步始终依赖野外观测、实

验验证与数据积累。未来的研究需整合多学科数据，

避免依赖单一证据或理论推导，以推动科学创新。科

学争论的动态性凸显了理论创新的驱动力。变成派与

岩浆派、分异派与深熔派的交锋表明，科学进步并非某

一理论的最终胜利，而是多种观点的相互碰撞、融合与

修正的过程。因此，研究者应保持开放思维，勇于挑战

现有理论，并通过多学科交叉推动理论深化。

此外，花岗岩争论突出了多尺度研究的重要性。

从岩浆侵位的空间分布，到岩浆储库和晶粥系统的研

究前沿，都反映了时间与空间尺度在理解复杂地质现

象中的关键作用。未来研究需在局部与全球尺度之间

建立联系，结合构造活动和地壳演化背景，推动区域性

与全球性地质过程的协同研究。

花岗岩研究的未来发展不仅依赖科学理论的进

步，还与社会需求和技术突破紧密相关，体现了基础研

究与应用实践的深度融合。近年来，花岗岩研究的应

用已拓展至自然灾害防治、资源勘查、能源开发和环境

保护等多个领域。例如，花岗岩研究与火山喷发机制、

矿床成因、油气资源勘查及地热开发密切相关（Wang
et al.，2022；Zhou et al.，2020）。这预示着未来研究将

进一步探索岩浆分异与抽取机制、火山喷发过程、矿床

富集作用及资源勘探技术，使理论研究更加紧密地服

240 马昌前： 花岗岩问题两百年：争论、演进与启示



务于社会需求。随着全球矿物—岩石—地球化学数据

库和数据智能技术的发展（Ouadfeul et al.，2023），尤
其是基于因果推断的机器学习方法（Pearl and Mack-
enzie，2018），可以有效识别变量之间的混杂因子、增

强模型可解释性，花岗岩研究将向更精细化、定量化和

综合化的方向迈进，为地球科学的前沿探索和应用研

究提供更加坚实的支撑。

3.3 对行星地质学的启示

花岗岩问题的研究不仅深化了对地球岩浆过程

的理解，也为行星地质学的探索提供了重要启示。

首先，花岗岩成因的经典争论为理解行星岩浆过

程提供了借鉴。对岩浆分异和深熔作用的研究，不仅

帮助科学家认识地球地壳的形成与演化，也为探索月

球、火星和金星表层岩石的成因提供了关键参考。例

如，月球样品中发现的“月球花岗岩”（马昌前，2004），
以及火星、金星和水星上检测到的高硅沉积物及可能

的长英质火成岩（Squyres et al.，2008；肖龙，2013；
Wray et al.，2013），都可能与地球花岗岩的形成机制

存在相似性。这些发现暗示，地外天体可能经历了与

地球类似的岩浆分异和热液作用，借鉴花岗岩成因研

究的思想将有助于深入探讨行星岩石圈演化机制。

其次，花岗岩研究中有关“岩浆房与岩浆储库”模

型以及穿地壳岩浆通道系统的认识，为理解行星地壳

岩浆过程的复杂性开辟了新思路。正如Campbell和
Taylor（1983）所言：“没有水，就没有花岗岩；没有大

洋，就没有大陆。”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月球上的水可

能比此前认为的更为丰富（Hayne et al.，2021），这为认

识月球岩浆演化及水在行星地质演化中的作用提供了

新视角。结合数值模拟与地球物理探测，可以进一步

揭示其他行星岩浆侵位、分异与冷却的动力学机制，深

化对行星内部热演化及岩石圈构造的理解。

第三，花岗岩研究的方法体系为行星地质学提供

了强有力的工具。高温高压实验岩石学、同位素地球

化学、高精度矿物分析及数值模拟技术的结合，不仅可

解析地球岩石记录，也可用于揭示其他行星地表与内

部的物质组成及其演化历史。例如，人工智能与机器

学习的应用已开始用于行星探测数据的处理与解译，

使科学家能够更精准地识别行星表面的岩石类型及其

成因演化过程。

此外，花岗岩研究对地球特性的揭示，也为行星

地质学中的对比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地球地壳的多样

性与稳定性在支持复杂生命系统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而这一视角可用于探索地外天体上的潜在生命环境。

例如，通过比较地球与火星、木卫二等天体的地质特

征，可以进一步识别行星宜居性的关键因素，并为未来

深空探测提供科学依据。

未来，随着全球对战略性关键矿产需求的增加，

花岗岩相关理论将在月球、火星乃至小行星等天体资

源开发中发挥更大作用。新技术的不断发展，特别是

数据智能和高分辨率遥感探测，将进一步提升行星地

质学研究的精度，推动人类对地球及行星演化的系统

性理解。

4 结语

花岗岩成因研究历经两百余年，贯穿了地质学从

早期的经验描述到现代精密分析的发展历程。围绕花

岗岩成因的科学争论与理论演进，不仅推动了地质学

核心领域的持续进步，也为理解地球及行星演化提供

了重要的启示。

（1）花岗岩成因的争论推动了地质学理论的发

展。从水成论与火成论的对立，到分异派与深熔派的

分歧，再到岩浆房与岩浆储库视角的碰撞，花岗岩成因

的研究展现了科学探索的多元视角和创新动力。这些

理论冲突不仅深化了对花岗岩成因、地壳演化及岩浆

通道系统形成机制的理解，也促进了地质学方法论的

完善，成为推动学科发展的重要动力。科学争论本身

促进了对地质过程多样性和复杂性的深入认识，并不

断挑战和优化现有的理论框架。

（2）花岗岩问题研究的演进反映了地质学的多

学科融合。随着地球化学、同位素年代学、高精度地球

物理探测和数值模拟技术的不断发展，花岗岩研究已

从单一的岩性描述转向综合性、跨学科的分析。这一

演进不仅深化了对岩浆演化、地壳构造及板块动力学

的认识，也推动了资源勘查、能源开发及地质灾害预测

等应用领域的发展。尤其在战略性矿产（如钨、锡、钼、

稀土元素、锂等）资源评估方面，花岗岩研究为战略性

资源的全球布局和开发提供了科学依据。

（3）花岗岩研究为未来地质学及行星地质学提

供了深远的启示。近年来，随着对战略性关键矿产需

求的增长及太空资源勘探的兴起，花岗岩相关理论与

技术在行星地质学中的应用将日益广泛。例如，在月

球、火星等天体的探测任务中，基于花岗岩研究的矿物

成分分析和岩浆演化模型，有助于揭示行星内部热演化

过程，并为未来太空采矿及能源开发提供科学支持。

展望未来，全球资源竞争加剧以及科学技术的持

续进步，将进一步推动花岗岩研究的深入发展。面对

战略性关键矿产供应链的不确定性，地质学在矿产勘

查、资源评估和可持续开发方面的作用将愈发重要。

同时，数据智能等前沿技术的引入，将极大提升花岗岩

成因研究的精确度和预测能力，为地球科学和行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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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学提供全新的研究范式。这一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

对地质过程的理解，还将为探索宇宙演化的复杂性提

供新的科学视角和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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